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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緒論
第一項 問題之提出
婚姻暴力問題, 最近一、兩年來已經成為社會大眾關注的焦點。首先是引起國際轟動的美國「洛琳娜(Lorena)閹夫案」, 接著是國內發生的「鄧如雯殺夫案」, 兩案都是在女方長期遭受丈夫毆打虐待的情況下發生。而就在去年,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亦針對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所謂「不堪同居之虐待」等相關問題做成釋字第三七二號解釋, 認為最高法院二十三年上字第四五五四號判例並不違憲, 引起相當大爭議。雖然婚姻暴力問題無論在法律學說或實務上都甚具重要性, 但目前國內的相關研究中, 似乎尚欠缺兼從法律學、心理學、被害者學整合的觀點探討之論著。婚姻暴力的發生率及普遍性如何? 關於其加害者與被害者有何理論及研究發現? 受害者是否有被害者學(victimology)上第二次、第三次被害者化(victimization)的情形? 法律上應如何看待因不堪長期受虐而殺傷配偶的受害者之責任能力與違法性? 凡此, 皆為本章嘗試探討之對象。
第二項 研究對象與定義
本章所指稱之「暴力」, 參酌相關文獻的定義及本章重點, 乃以身體的、有形的暴力為主, 因其具有對被害者造成傷害的高度可能性; 此種暴力不但可能導致醫療的需要, 而且在普通情形時也較會被警方認為屬「可逮捕的」(arrestible)。至於「婚姻暴力」, 乃是指家庭成員之夫妻間, 所發生之前述暴力行為, 依本章探討範圍又可分為以下三類:


       Ⅰ﹒夫對妻的暴力行為 
         
婚姻暴力
                             Ⅱ﹒固有意義之妻對夫暴力行為
           妻對夫的暴力行為
                             Ⅲ﹒妻因受虐而反擊之暴力行為
其中以Ｉ、Ⅲ類的案件最多, 也最受社會大眾矚目, 本論文研究之對象將以此二類為主。在第Ⅲ類之情形(如前述之閹夫案、殺夫案)中, 妻方雖同時兼具被害者與加害者之身分, 但基於行文結構, 本章將於「第四節 被害者研究」的部分一併討論。至於本章第四節針對國內司法實務見解之檢討，其研究範圍與資料來源，請參見本論文第一章第四節之界定。由於本論文搜集之七所各級法院公佈之裁判書內容中，僅發現一件係夫為婚姻暴力被害者之案件，因此以下部分內容中將逕以「受虐婦女」指婚姻暴力之被害者，並此敘明。
第三項 本章架構
本章首先討論婚姻暴力問題之發生率與普遍性, 以求對問題之嚴重程度能有一概括性之暸解; 接著本章將探討國內外文獻上關於婚姻暴力加害者之理論與研究結果, 並以「家居生態學」及「社會學習理論」二者之架構為主, 說明婚姻暴力之本質與歷程; 再來是關於婚姻暴力被害者之研究, 本論文將嘗試藉由心理學上的「制約學習理論」、「習得的無助感」等概念, 說明婚姻暴力對於受虐婦女之特殊影響, 探討社會一般及專業人員(尤其是司法人員)對於受虐婦女之誤解, 以及此等誤解對受虐婦女所造成之第二次、甚至第三次被害者化之情形，且具體落實到台灣目前的司法實務上做討論；然後進一步以前述之討論為基礎, 檢討受虐婦女殺害其配偶可能發生之責任能力、違法性等爭議問題; 最後則是結論, 並對問題提出初步建議。
第二節 婚姻暴力問題之發生率與普遍性
第一項 美國之研究結果
由於婚姻暴力大多發生於家庭等隱密空間內, 因此欲精確計算其發生率與普遍性並不容易。美國的研究者目前主要是使用「被害者調查法」(victim surveys)與「求助計算法」(service-demand reviews):

一、被害者調查法
簡言之, 「被害者調查法」乃是從一般人口中抽取具代表性之樣本, 調查其受害經驗。註

Schulman & Straus等在1979年、1980年、1985年數年間, 使用「史垂斯衝突策略量表」(Straus Conflict Tactics Scale)為工具, 調查受訪者解決家庭衝突爭端的行為方式, 由受訪者自陳(self-report), 計算其與配偶在婚姻關係中處理衝突的各種暴力或非暴力方式的次數。結果發現: 接受調查前之一年內曾有「嚴重」暴力(包括踢、咬、用拳揍或用東西打、毒打、以刀槍威脅及實際動刀槍)受害經驗之婦女, 其比例在1979年、1980年、1985年分別為 4.1％、3.8％及3.0％; 而接受調查前之全部婚姻期間曾有嚴重暴力受害經驗之婦女, 則分別為8.7％、12.6％、11.3％。研究並且發現: 若就過去一年內曾有嚴重暴力受害經驗之婦女, 進一步調查其在該一年內之受害次數, 結果有66％以上是重覆發生註
。
美國新罕什爾州立大學的家庭暴力研究中心, 在1975年和1985年做了兩次大規模的全國性調查, 發現於1975年時, 每一千對夫妻中有121對為丈夫對妻子的一般暴力(包括扔東西、推、抓、擠及打耳光); 另有38對是丈夫對妻子的嚴重暴力行為(定義與前段同)。於1985年時, 則為每一千對夫妻中有113對為丈夫對妻子的一般暴力; 丈夫對妻子的嚴重暴力行為每一千對有30對註
。
二、求助計算法
「求助計算法」乃是根據前來機構(如警察局、醫院)求助的對象, 計算婚姻暴力事件的數目。註

Stark等學者在1979年檢查城市醫院急診處的所有女性求診或送醫急救記錄, 發現有22.5％可確定是屬於夫對妻的暴力攻擊所致之傷害註
。Leven & Dutton則在1980年連續錄下174小時的城市警察局求助電話, 結果發現13.5％的電話屬於夫妻間衝突問題, 通常包含夫對妻之暴力攻擊註
。
第二項 臺灣之初步資料
國內有關婚姻暴力問題的研究是在近幾年來才開始受到重視。目前為止的幾篇研究只是針對婚姻暴力的發生原因及影響, 或受虐者與施虐者特質的探討, 而且只停留在針對受虐婦女的訪問上; 研究樣本皆為到機構中求助的婦女, 並大多集中於臺北市; 取樣方法皆為立意取樣(purposive sampling), 故樣本的變異性較小, 不足以做為對母群(population)推論的依據。因此尚沒有足以計算臺灣婚姻暴力發生率或普遍性之專題研究。
但是在兩份研究調查婦女生活的資料當中, 曾附帶調查「婚姻暴力」此一項目註
。第一份為臺灣省政府社會處在民國七十九年、八十一年所作的兩次「臺灣省婦女生活狀況調查」, 其係以臺灣省(不包括臺北、高雄兩市)之20歲以上婦女為調查對象, 依分段或分層隨機抽樣法分別抽取2000人(七十九年)及1800人 (八十一年)為調查對象。當受訪婦女被問及: 「已婚婦女曾被丈夫施暴過嗎?」,民國七十九年有11.5％答「偶而有過」, 0.9％答「經常有」, 0.1％答「已無法忍受」, 三者共計12.5％; 民國八十一年有16.4％答「偶而有過」,1.2％答「經常有之」, 0.2％答「已無法忍受」, 三者共計17.8％註
。另一份為福爾摩沙文教基金會在民國八十四年所做的「一九九五臺灣婦女動向調查」, 其係以系統抽樣方法電話訪談全臺灣1421名20歲以上婦女, 有效樣本937人。調查結果發現: 有17.8％的受訪婦女表示曾受丈夫毆打; 這些婦女當中, 有36.2％採取容忍的態度, 37.7％加以反擊, 5.4％離家出走,但是沒有任何一個遭受丈夫毆打的受訪婦女曾求助公權力或社會救助機構註
。需注意的是: 以上兩份調查並未如同前述美國的研究, 對受訪者界定「婚姻暴力」或「嚴重」等詞彙之意義, 因此尚無法直接據之比較臺灣與美國婚姻暴力問題發生率與普遍性的嚴重程度。
第三節 關於加害者之理論與研究結果
第一項 概說
關於加害者的研究往往受到許多限制。首先是加害者很少會主動現身或求助, 即使被迫現身(如被起訴)亦不願意接受訪查, 因此研究者難以對其直接進行研究; 其次, 研究者雖可轉而向受害婦女調查其配偶之資料, 但其客觀性與完整性皆十分不足註
。臺灣目前所有關於婚姻暴力加害者的研究,都是以被害婦女的敘述為資料, 而即使是美國的研究也大部分如此註
。
美國學者Walker依其對403名受毆婦女的研究, 曾提出一「虐待循環」(abuse cycle)的理論。她發現婚姻暴力加害者的行為過程往往成三階段周期循環: 首先是長期爭執衝突無法解決, 因而形成的「緊張階段」; 接著是衝突繼續增加而發生激烈爭執, 終於爆發的「暴力行為」; 而在暴力毆妻後, 男方會表示悔悟、請求原諒, 女性因此回到男性懷抱, 感到和諧甜蜜, 進入「溫情親密階段」; 但隨著時間的經過, 衝突漸增, 又慢慢進入「緊張期」, 三階段的循環再度展開, 而且隨著每一次的循環, 暴力行為的嚴重程度會愈來愈高註
。不過臺灣的實務研究，因資料尚不充分，還沒有完全證實這一點註
。
關於毆妻者的人格特質, Ganley's就其臨床上法院命令強制診療的毆妻者, 發現「過度控制憤怒情緒」與「控制憤怒情緒不足」二者同為造成其毆妻暴力行為的因素。他的臨床資料顯示: 毆妻者為(1)感情上脆弱無力, 但卻認為自己剛強; (2)不會分辨自己情緒, 傾向將之皆視為「憤怒」, 並用「憤怒」來去除自己軟弱易受傷的感覺; (3)對於自己的憤怒的表達方式,只會(限定於)暴力, 並以之做為減低緊張壓力之方法; (4)認知上, 加害者將自己的暴力行為歸因於外在因素, 並極力淡化其次數與嚴重度註
。
第二項 家居生態學理論
早期對於婚姻暴力產生原因的研究, 往往偏重於加害者或是被害者人格特質的探討。但逐漸地研究者發現無法用如此簡單的因果論來解釋複雜的婚姻暴力現象, 因此有一些較接近系統理論、亦即就社會學理論微觀與鉅觀的觀點來討論婚姻暴力的理論出現註
。本章要特別介紹的是「家居生態學理論」(the Nested Ecological Approach)。
以生態學的架構來分析家庭暴力的發生, 最早是由美國學者Carlson所提出的。Carlson從「個人」、「家庭」、「社會結構」、「社會文化」四個不同的社會系統彼此間的連結與牽制、互動與影響, 來解釋個體的家庭暴力行為註
。其後, 學者Dutton在1988年提出「家居生態學理論」。Dutton認為毆妻行為乃是由許多因素交互作用而形成: 社會對女人及對使用暴力的價值觀, 個體所處之次文化(subculture)對於使用暴力的準則(norms), 個體隔絕於有關可接受的家庭過程之矯正回饋系統(isolation from "corrective" feedback about acceptable family process), 加害者的特質傾向(如過去身處於暴力、依附不安全感、權力與控制的高需求、語言技巧的不足、不當之憤怒激發....等)。換言之, 家居生態學是從以下四個系統來探討婚姻暴力的形成原因: (1)「巨視系統」(macrosystem): 指個人所在之社會文化、社會信念中對於男女性別角色的看法, 如是否認為男人的暴力是可以被接受的? 是否堅持於男性中心主義而對男女有雙重的行為標準?(2)「中視系統」(exosystem): 指個人所互動之次文化團體, 如工作場所、職業文化、支持團體; (3)「微視系統」(microsystem): 指家庭, 家庭是個人的微視系統, 在此是指家中成員之間的互動情形, 家庭是以男性或女性為主的家庭? 親密關係中是否有衝突, 或有支持的? 家庭內是什麼溝通模式?(4)「個人因素層次」(ontogentic level): 指個人處於其微視、中視及巨視系統中所產生之反應, 像是個人之心理上反應或行為傾向, 如是否能適當表達自己? 是否會對所謂的男女衝突誇大憤怒的情緒? 其於原生家庭是否曾目睹過暴力?註

要之, 家居生態學理論認為: 婚姻暴力是結合社會因素及心理因素之後, 加上男性以往對女性使用暴力所受之強化(reinforcement, 或譯「增強」)所造成, 此等「強化」可能僅僅源於(1)重新在原本以為失敗的情境中，獲得對衝突取得控制的感覺; (2)憤怒情緒的經由疏解。因此, 倘未出現對其暴力行為的「懲罰」(punishment), 像是妻子離他而去或他因而被補, 此等強化會使暴力傾向於再度發生註
。美國與臺灣的研究都顯示: 婚姻暴力一旦發生第一次之後, 其重覆再發生的比例在66％以上, 頗符合此說的假設註
。
第三項 社會學習理論
「社會學習理論」(Social-Learning Theory)是指採用心理學學習理論中的原理原則來解釋個人及社會行為的理論。社會學習理論為美國心理學家A. Bandura於1968年開始倡導。Bandura從交互作用論的觀點提出社會學習理論, 強調個體行為受環境中其他人的影響, 個體不必靠直接經驗, 只須經由觀察模仿即可建立新行為或改變舊行為。近年來, 社會學習理論倍受重視, 舉凡個體之人格、動機、性別角色等, 無一不採用社會學習來解釋註
。
若根據社會學習理論的觀點來說, 難以控制的夫妻間爭執對男性構成一「嫌惡刺激」(aversive stimulus), 而其將試圖採用任何過去他曾使用而獲酬賞(reward)的方法, 來控制或除去此嫌惡刺激。社會學習論對於婚姻暴力的分析重點在於: 取得此種(行為反應)習慣的原始環境(例如從原生家庭中觀察所得)、當時環境下引發加害行為的導火線或嫌惡刺激、以及藉由立即結果之酬賞或懲罰所維持之加害習慣。Bandura認為: 家人間的肢體攻擊不但提供了攻擊行為的學習模式, 並且其中也傳遞了一些訊息～以肢體攻擊來表達憤怒、壓力、權威, 這樣的表現方式是可以被接受的, 同時這樣的方式與家庭成員間相愛的關係可以同時併存。註

符合社會學習理論的預測, 研究者發現婚姻暴力有所謂「代間傳遞」(intergeneration transmission)的過程～上一代有婚姻暴力, 在下一代的婚姻中也容易產生暴力; 幼時在父母婚姻暴力下長大的男性, 易成為毆妻者或有暴力傾向註
。國內也有研究能夠部分證實這個發現註
。
第四節 被害者研究
第一項 概說
國外的研究指出: 遭受嚴重婚姻暴力虐待(尤其是長期)的被害者, 表現出許多共同的心理反應: 憂鬱(depression), 自我內攝(introjection)對暴力的指責, 記憶受損, 低自尊, 積極行事的動機嚴重受損, 以及情感性精神病～較典型的是情感麻木(affective numbing)與極端激動的交互出現註
。臺灣的初步資料似乎也有類似的發現註
。而由於對此等心理機制欠缺認識, 容易造成社會大眾與相關專業人員(醫師、法官)對受虐婦女的誤解與受虐婦女的「第二次被害者化」。本章以下將嘗試加以論述。
對於一般暴力犯罪行為，法律雖然已有所規範，但在婚姻暴力犯罪的情形，該等法律條文是否足以發揮保護受虐婦女的功能，會受到司法實務見解與執法人員態度的極大影響。本論文一再強調一個以「人」為中心、重視「事實」之研究取向，因此除了抽象的學說、理論或外國立法例外，本節第四項將具體落實於我國司法實務上的案例事實做討論，看看我們的法律制度及司法者究竟有沒有發揮保護受虐婦女的功能，亦或製造了更多前述所言「第二次被害者化」的悲劇。
因婚姻暴力虐待而反過來殺傷配偶的案件常會引起社會矚目。國內目前尚無相關的調查統計, 但根據美國的資料: 配偶間的兇殺案中, 殺夫案與殺妻案有顯著不同的型態, 高達75％到93％的殺夫妻子在殺夫前曾遭受丈夫的攻擊虐待註
。本章緒論所提及之「Lorena閹夫案」與「鄧如雯殺夫案」都是屬於這種情形。就此種較為特殊之被害婦女, 本節最後將進一步討論其責任能力、違法性等相關之爭議問題。
第二項 「責怪被害者」與「第二次被害者化」
前文曾經論及: 婚姻暴力的發生乃是社會、文化、家庭、個人等因素交互綜合作用下的產物。其中社會、文化裡對婦女及暴力的評價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這一點也同樣影響社會一般及相關專業人員在事後面對受虐婦女時的態度。
實務上常見一種情形: 受虐婦女會對自己被毆打感到自責、甚或有罪惡感註
; 在對丈夫提起告訴之後又撤回告訴, 甚或離開庇護所又回到施暴的丈夫身邊註
。另一種更常見的情形是: 婦女雖然經常受到丈夫毆打虐待, 卻仍然不離開那個家, 繼續與那施暴的丈夫同住下去註
。針對這種情形, 社會一般及司法人員常會有的質疑是:「妳為什麼不離開他? 反而留在家裡讓他繼續毆打你?」
事實上這種質疑方式正好反應出社會及文化裡對於婦女與暴力所抱持之態度。學者L. A. Hoff便指出: 正由於傳統上「婚姻暴力乃家務事」、「法不入家門」及男性中心主義的觀念作祟, 所以我們才會直覺地問「她(受害婦女)為什麼不離去」, 而不是問「他(施暴男性)憑什麼仍然可以留在家裡」註
。許多專業人員(法官、檢察官、醫師)常會有「根本的歸因錯誤」(fundamental attributional error), 他們將被害者的一些行為表現歸因於其個人原有的內在特質, 而非歸因於外在情境所造成; 他們經常將被害者受虐的結果, 以為是被害者受虐的原因, 例如「憂鬱」、「被虐待狂」(masochism)。此等對婚姻暴力的錯誤歸因及對被害者的質疑, 直接或間接暗示被害者自己可歸責, 也就是學者所謂的「責怪被害者」(victim blaming)註
, 往往造成對被害婦女的「第二次被害者化」(secondary victimization), 使婦女在直接因婚姻暴力而遭受傷害之後, 又因醫療人員的態度、身旁周遭人的態度、警察及司法人員的態度、訴訟過程而第二次受到傷害; 進而加深受虐婦女的自責(self-blame)與痛苦, 甚至有造成「第三次被害者化」的可能註
。美國學者Stark等人的實徵研究, 已經證實了受虐婦女有此種被害者學(victimology)上稱為「第二次被害者化」的情形註
。
為了正確認識婚姻暴力對被害婦女的影響及婚姻暴力的心理學, 本論文以下將進一步討論受虐婦女所出現的「創傷情結」(traumatic bonding)與「習得的無助感」(learned helplessness)等心理反應。
第三項 「創傷情結」與「習得的無助感」
前文曾經述及: 社會一般及相關專業人員常會質疑被害婦女為何不肯離家。這一點在司法上也常被認為是重要的: 當一個婦女控告其丈夫傷害虐待時, 辯方律師或法官會質疑被害婦女為何不離開家裡, 或者離家之後為何又自願回去, 甘願承受傷害的繼續與擴大? 又在被害婦女出於自衛而將丈夫殺害的案件, 檢方或法官會質疑: 若受虐婦女本有機會可以離去卻繼續留下, 然後主張因自衛而殺人, 則其防衛行為是否算得上「客觀必要」? 事實上，司法人員若只憑傳統的常識及法律概念來問這些問題, 而不了解婚姻暴力下受虐婦女的「創傷情結」與「習得的無助感」等特殊的心理反應, 是很有可能做出錯誤的判斷的。註

一、創傷情結
「創傷情結」(traumatic bonding)是一種強烈的情感上依附(attachment)或連結, 此種情結發展於其中一人長期間歇性地騷擾、毆打、威脅、虐待或恐嚇另一人的兩人之間; 這種情結使被控制的一方在面對間歇性的虐待或面對加害者時, 仍能有正面的感受與態度。這種情結在人質與其監禁者間、受虐兒童與其施虐父母間、異端教徒與其專制的教主間、集中營俘虜與守衛間都曾發現註
。在這麼多種不同的關係中, 其社會結構都具有兩個共同的特徵。第一個特徵是權力的不平衡(imbalance of power): 受虐者會認為自己是臣屬於或被支配於另一方。權力地位低的一方會變為極度地依賴, 甚至會認同權力地位高的另一方。在許多案例中, 此等依賴與認同使被控制的一方有負面的自我評價, 更無能於自我保護或自我謀生, 結果又使他們更進一步地需要權力地位高的人。隨著這種依賴與較低自我評價的循環(cycle of dependency and lower self-esteem)一再重覆, 權力地位低的人對於權力地位高的人在虐待的關係中發展出一種強烈的情感性連結(strong affective bond)註
。
第二個共同特徵為: 這些關係中的虐待是屬於間歇性地發生。人質、受虐兒、教徒、俘虜等會對於間歇性的虐待順服, 而除虐待之外的其他時間，施虐者是以較為正常而合理的方式對待此等權力地位低的人(請參照本章第三節第一項「虐待循環」的三階段)。如果我們對心理學的學習理論稍有了解便可以看出: 上述情形(嫌惡與愉快的情境條件交替出現)正是「操作制約學習」(operant conditioning)中「間歇增強」(intermittent reinforcement)的一個範例。所謂「操作制約學習」是指經由偶發性反應之後效強化作用(contingency of reinforcement)歷程所產生的「刺激─反應學習」(stimulus-response learning)。其主要程序為: (1)個體(如老鼠)在某情境(如史金納箱)中活動時, 因其偶然出現的某種行為反應(如觸及箱內壓桿), 會帶來某種後果(如食物落下), 使個體因而獲得滿足(正增強), 如此, 以後同樣情境再出現時, 個體做出前述行為反應(觸壓箱內壓桿)的機率將會增加; 或(2)個體(如老鼠)處於某不愉快之情境中(如通電之史金納箱內)時, 因其偶然出現的某種行為反應(如觸及箱內壓桿), 導致某種後果(如電流中斷), 使個體因而能減除痛苦(負增強), 如此, 以後同樣情境再出現時, 個體做出前述行為反應的機率將會增加。在多次練習之後, 個體之偶發性反應變成一個固定性反應, 這是因為個體先前反應的後果轉而強化以後的同樣反應, 這也就是「後效強化作用」。而所謂「間歇增強」是指: 在操作制約的歷程中, 並非在每一次正確反應(如壓桿)之後均給予個體增強物(如食物), 而是只有在其中部分正確反應之後才給予之。心理學上的實驗發現: 採「間歇增強」時, 反而要比採「連續增強」(即每一次正確反應均給予個體增強物)更為有效, 而且間歇增強方式下所建立之學習, 在以後增強停止(如壓桿不會再落下食物)時, 學得的正確行為反應反而不易消弱(extinction)註
。這正可以說明為什麼間歇性的虐待會形成一種強烈的情感上連結: 由於丈夫停止虐待時的負增強(negative reinforcement)與給予正常合理對待時的正增強(positive reinforcement), 使受虐婦女習得依賴、順從、低自我評價的行為模式, 喪失自我保護、自我謀生的能力。二次大戰甫結束時, 被盟軍解救之猶太人集中營其營內遭納粹凌虐的俘虜, 神情木然、沒有喜悅、自己不知離去, 就是類似這種「創傷情結」和以下「習得的無助感」的情形。
二、習得的無助感
受虐婦女為什麼不離去的另一個心理學解釋是「習得的無助感」(learned helplessness)。「習得的無助感」之發現亦是源於制約學習的實驗。心理學家Seligman用狗做躲避電擊的操作制約訓練, 實驗組的狗事先予以其無法逃避的電擊, 且無論狗如何反應皆無法停止電擊; 對照組的狗則事先未經過此一程序。第二階段則令兩組的狗分別進入中有隔板(但可跳過)的大箱子內, 狗若能從一邊跳到另一邊, 就能躲避電擊。結果發現: 對照組的狗正如一般操作制約實驗的結果, 在先前一次偶然性地跳過隔板之後, 逐漸習得可避免電擊的行為反應(跳到另一邊); 但是實驗組的狗雖然一開始也會在有電擊的一邊掙扎, 但不久就會放棄躲避電擊的努力, 甚至躺下來接受電擊, 發出輕輕的哀號, 而且以後每次實驗也都不會躲開註
。Hiroto以噪音代替電擊,以人為受試者, 也得出相同的結果註
。爾後的實驗及臨床心理學上研究也都證明: 若個體已有無論如何嘗試皆無法控制侵害的經驗, 在面對以後的侵害時, 他的行動反應會減弱, 即使有反應而且得到了解脫, 他也很不容易再意識到他所做的反應奏效了。最後, 他的情緒會失去平衡: 抑鬱、焦慮註
。這就是「習得的無助感」。
受虐婦女倘長期遭受虐待, 一再地處於痛苦的情境卻無法改變、控制；想逃脫又往往無處容身、沒有經濟能力、有小孩需照顧, 尋求警察協助卻被以「家務事」勸回註
；以「不堪同居之虐待」請求法院判決離婚甚難獲准（後詳），就算獲准亦幾乎不可能取得子女監護權註
；此外，還得面臨丈夫的威脅(「妳敢報警逃家就打死妳」)，以及社會對逃家妻子的道德非難。因此受虐婦女往往出現「習得的無助感」(learned helplessness)的徵狀, 感到無力、消極、相信無論做什麼都沒有辦法改變現況, 不會去對外尋求協助, 在即使有機會逃脫的情況下也不敢嘗試或不知逃脫註
。國內的實務研究也有類似的發現註
。
第四項 台灣受虐婦女以「不堪同居之虐待」訴請           離婚之司法實務
我國現行法對於婚姻暴力問題，並無訂定任何特別的法令加以規範，受虐婦女主要的法律救濟途徑，不外有二：一為民事上的訴請離婚，二為刑事上提起告發或告訴（傷害罪或妨害自由等罪）。關於後者，我國的執法人員、尤其是身居婚姻暴力防治第一線的基層警察人員，普遍存有家務事不宜介入的觀念，甚至對婚姻暴力事件大多抱持冷漠輕視及拒絕逮捕的態度註
。除了稍後將介紹之鄧如雯案，鄧女及家人其實很早就曾報警尋求協助外，最高法院八十一年台上字第五七七號判決之案例事實中，我們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此種不願介入或漠視輕忽婚姻暴力犯罪的執法態度。八十一年台上字第五七七號判決的案例事實為：妻生病正待赴醫院開刀，卻遭夫拘禁剝奪行動自由致無法就醫，妻設法通知家人求援，妻之家人報警，到場警員以之為夫妻日常爭執，經勸解後即離去註
。執法人員此等態度，實為許多家庭悲劇發生之另一原因。
其實，即使警員確實受理告發，甚至檢察官最後也對婚姻暴力加害人提起公訴，但其結果對妻未必能產生保護的作用。姑不論夫獲判無罪的可能性，即使法院判決夫有罪，在本論文所搜集之七所各級法院民／刑事裁判書彙編之範圍內，大多也是對夫宣告緩刑、或科或易科罰金註
。在此情形下，夫既未入獄，妻若仍須與夫同居共處，則妻之告訴、告發無異是替自己換來丈夫更多的虐待報復。
民法第一○五二條第一項第三款明文規定：「夫妻之一方受他方不堪同居之虐待者，得向法院請求離婚」。又夫妻雖依民法第一○○一條互負同居之義務，但有不能同居之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而受他方不堪同居之虐待者，當然為不能同居之正當理由註
。因此，在我國現行法令對於婚姻暴力受虐婦女提供的保護極為有限的情形下，民法第一○五二條第一項第三款遂成為一重要的救濟途徑。依民國八十三年全國各地方法院終結離婚事件之統計，女性以此款訴請離婚之案件，佔第三位註
。基於本論文「實務見解為具體案例中影響當事人權益之直接因素」、「事實探討重於法條抽象演繹」的一貫研究取向下，本項將針對我國司法實務上適用民法第一○五二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見解與態度，舉具體案例事實加以檢討解析。
一、「不堪同居之虐待」之「客觀」認定
針對何謂民法第一○五二條第一項第三款之「不堪同居之虐待」，最高法院二十三年上字第六七八號判例云：「所謂不堪同居之虐待，係指與以身體上或精神上不可忍受之痛苦，致不堪繼續同居者而言」。三十四年上字第三九六八號判例更進一步界定：「所謂不堪同居之虐待，係指予以身體上或精神上不可忍受之痛苦，致不堪繼續同居者而言，如非客觀的已達於此程度，不容夫妻之一方，以主觀之見解，任意請求與他方離婚」，明白表示對於「不堪同居之虐待」應採取「客觀」認定之原則，此一原則沿用至今註
。
然而何謂「不堪同居之虐待」之「客觀」標準？實務上至今仍多所引用註
的判例如下：
(1)三十二年上字第一九○六號判例：「上訴人在原審供稱本年廢曆六月初二日，因家庭細故發生口角，祇得打被上訴人面部兩掌，並未有毆傷被上訴人之事云云，所稱縱與事實相符，而此種行為是否可認其妻已受不堪同居之虐待，應斟酌當事人之地位、教育程度及其他情事定之，如果上訴人與被上訴人為未受教育之農人，尚不能認此種行為為不堪同居之虐待。」
(2)十八年上字第九六○號判例：「夫婦間偶有勃谿，不得據為離婚原因。」
(3)二十年上字第二三四一號判例：「夫妻間偶爾失和毆打他方，致令受有微傷，如按其情形尚難認為不堪同居之虐待者，不得認他方之請求離婚有正當理由。」
(4)三十二年上字第五二三八號判例：「上訴人為被上訴人之贅夫，曾於民國三十一年五月及六月間，兩次毆打被上訴人，傷及背脊等處，應認被上訴人所受虐待已達不堪同居之程度。」
(5)二十年上字第三七一號判例：「慣行毆打，即為不堪同居之虐待，足以構成離婚之原因。」
歸納以上判例及本論文研究範圍內所搜集之資料，實務上對於「不堪同居之虐待」之「客觀」標準略為：(1)應斟酌兩造之身分、地位、教育程度及其他情事決定註
；(2)慣行毆打，即可認定係不堪同居之虐待；(3)偶爾毆打，須視受傷狀況而定，受傷程度若嚴重（如傷及背脊）則屬之，否則仍不准許離婚。註

以上所謂的「客觀」標準，其實仍然十分抽象。其在具體案例事實中適用的情況如何？有何必須檢討之處？以下分別加以討論。
（一）依當事人之社會地位、教育程度等加以區別對待
前述三十二年上字第一九○六號判例明白表示：應將婚姻暴力當事人雙方之教育程度、社會地位列入「不堪同居之虐待」之判準，甚至直接指出：如果當事人為未受教育之農人時，即使相同的施暴行為在教育程度及社會地位較高的其他夫妻間可以構成「不堪同居之虐待」，亦不准該未受教育之農人訴請離婚。此一以當事人之社會地位、教育程度做為區別對待依據的判準，似乎隱含對教育程度及社會地位較低的被害者，認為其可忍受（甚至應忍受）較嚴重之暴力行為、並可受（應受）法律較少之保護，本論文對此價值觀念無法苟同。「人性尊嚴」(Menschenwuerde)不可侵犯是最高的法律價值，即使我國憲法並未如同德國基本法予以明文宣示，但其應屬基本人權內在之核心概念，在我國憲法之解釋上當然應加以保護及尊重；上述以當事人之社會地位、教育程度為區別對待事由之判準，在保護「人性尊嚴」的範圍內，完全不應有所適用。更何況亦有論者指出此判準實已違反平等原則(Gleichheitsprinzip)註
。大法官釋字第三七二號解釋未能顧及於此，仍對此等以當事人之教育程度、社會地位予以區別對待的判準明白加以肯認，令人感到相當遺憾。
或有論者以為：教育程度、社會地位較低之當事人，「通常」其「事實上」能夠容忍施暴行為的程度會較高。但本論文以為：即使屬於教育程度及社會地位較低的當事人，其中亦有許多「事實上」並非甘於受毆或受辱，並因此請求裁判離婚；對於此等在客觀上與教育程度及社會地位較高之當事人同受類似虐待的婦女，而其主觀上無法接受虐待及尋求離婚的意願亦屬同一，試問法院憑什麼有權斟酌其教育程度及社會地位，而不准許其離婚、要求其「應該可以」繼續忍受？若說此一隱含「教育程度及社會地位較低之婦女，『應可』忍受較嚴重之暴力行為」的價值觀念的判準，毫無任何偏見、甚或歧視，吾人不能相信。
（二）「慣行毆打」與驗傷單之張數
前述二十年上字第三七一號判例雖然以「慣行毆打」當然為不堪同居之虐待，但對於如何始能構成「慣行毆打」，並無進一步之界定。參照十九年上字第一一二八號判例：「夫婦因尋常細故迭次毆打，即有不堪同居之原因」，及二十七年上字第二一一一號判例：「夫於三個月間三次毆打其妻成傷，其虐待自已達於不堪同居之程度」，有學者認為判例於慣行毆打之情形，則不重視被害人之受傷程度註
；社會上或係基於前述二十七年上字第二一一一號判例，普遍流傳實務對「不堪同居之虐待」之認定要求三張驗傷單之講法註
。然而，本論文之研究發現：實務上關於「慣行毆打」之認定恐怕並不像學者從判例文義中所歸納得那般規律，社會上所流傳的「三張驗傷單」的明確講法似乎亦有問題。以下將舉若干判決事實加以論述。
1. 台灣高等法院八十年家上字第五五號判決表示：「本件上訴人（妻）雖謂：被上訴人（夫）性情殘暴，對其時加毆打等語，提出診斷書五張並舉兩造所生之女張○乙、張○丙為證。惟據上訴人辯稱：兩造僅於七十九年八月十七日及十月十日互毆，各受有傷害云云，提出傷單二紙為憑。上訴人亦自認：伊有還手，且對被上訴人所提傷單之真正並不爭執，堪認兩造於七十九年八月十七日及十月十日係互毆成傷。再查上訴人提出之診斷書五紙，診療日期分別為七十八年十月二日、七十九年二月十九日、同年三月二十九日、八月十八日及十月十二日，期間相距最短者為一個月零十天，長者達數月之久，僅此一端尚難認被上訴人有慣行毆打被上訴人情事，就中七十九年二月十九日、八月十八日、十月十二日（同月十日受傷）之診斷書載有撞擊傷外，餘均為壓迫傷或抓傷、擦傷，顯見多因雙方互相拉扯所引起，且上訴人之傷情並不嚴重，大都為腫痛、瘀寫、擦傷而未傷及筋骨，應屬微傷」，因此判決駁回妻（上訴人）之上訴，維持原審不准離婚之判決。
2. 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八十二年家上字第一一四號判決認為：「上訴人（妻）主張受被上訴人（夫）慣行毆打，固提出診斷書七紙，並舉證人林××為證。惟查證人即兩造之子林××雖證稱上訴人係受被上訴人慣行毆打云云，但並未目睹其事，僅由上訴人事後告知而已，尚難憑以認定被上訴人有慣行毆打上訴人情事。又上訴人主張在七十八年五月十五日、七十八年八月一日遭被上訴人毆傷乙節，雖提出診斷書為證，但憑此僅能證明上訴人受有如診斷書所載之傷害，並不足以證明係受被上訴人毆打所致。再者，上訴人所提出之八十年十一月二日診斷書載明上訴人自稱係於八十年十一月一日中午遭毆傷，經調閱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一年度偵字第七六○五號卷宗，查明係因上訴人僱工拆除房屋隔間，引起爭執，始遭被上訴人毆傷，尚難謂係受有不堪同居之虐待。按夫妻之一方行為不檢，而他方一時忿激，致有過當行為，不得謂為不堪同居之虐待。依被上訴人提出之錄音帶內容，上訴人與訴外人陳×中、嚴×聰在電話中言談親密，被上訴人因懷疑上訴人有外遇，縱於七十八年五月十五日即七十九年九月十一日有毆傷上訴人，上訴人亦不得資為請求離婚之理由。查被上訴人於七十九年九月十一日毆傷上訴人之事實，有診斷書及台灣高雄地方法院七十九年度易字第四四五九號刑事判決可稽，固堪信為真實，但上訴人僅受有右手第二指、第四指擦傷瘀血、左手臂瘀血擦傷兩處之輕微傷害，亦難認上訴人受有不堪同居之虐待。另上訴人主張於八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及八十二年五月十二日遭被上訴人毆傷之事實，為被上訴人所自承，並有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二年度偵字第一一八五二號、第一三五七二號不起訴處分書可按，亦堪信為真實。然此兩次傷害為兩造互毆所致，嗣後已和解，並撤回刑事告訴，均難認係被上訴人之虐待行為。綜上事證，尚難證明上訴人受有不堪同居之虐待，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一○五二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請求准伊與被上訴人離婚，即非正當，不應准許」。
3. 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八十一年家上字第七號判決認為：「被上訴人（夫）為一壯年男子，苟有殺害上訴人（妻）之意圖，豈有與上訴人扭打，並將之推倒後，不趁機以菜刀砍殺之理。刑事部分，亦經法院判處被上訴人傷害罪刑確定，足見被上訴人並無殺害上訴人之意圖甚明。又悔過書所載之事實，分別發生於七十二年及七十八年間，縱令屬實，距此次被上訴人毆打上訴人，已有數年。而此次爭吵，係因被上訴人邀上訴人同赴溪頭遊玩被拒，一時氣憤毆打上訴人，且上訴人所受傷害亦屬輕微，核與慣行毆打致不堪同居虐待之情形有間」。
以上判決顯然對「慣行毆打」之「不堪同居之虐待」採取極為嚴苛之標準。歸納言之，此等判決認為欲構成「慣行毆打」之「不堪同居之虐待」，必須：(1)每次毆打之時間十分密集：台灣高等法院八十年家上字第五五號判決認為即使妻於一年之內已累計達五張驗傷單，仍不夠「密集」，不足以構成「不堪同居之虐待」；(2)每次毆打非屬微傷：台灣高等法院八十年家上字第五五號判決甚至認為必須「傷及筋骨」；(3)每次毆打非兩造互毆：參見前述所引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八十二年家上字第一一四號判決、台灣高等法院八十年家上字第五五號判決，皆明白將妻有還手的情形認定屬兩造互毆，而排除於「不堪同居之虐待」的考量以外；(4)非夫因妻之行為所致之毆打行為：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八十一年家上字第七號判決認為「夫因邀妻同赴溪頭遊玩被拒，一時氣憤毆打上訴人」，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二年家上字第一一四號判決認為「妻因僱工拆除房屋隔間，引起爭執，始遭夫毆傷」，皆難謂係屬不堪同居之虐待；(5)非夫因妻行為不檢而一時忿激致有過當行為：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八十二年家上字第一一四號判決明白指出「夫因妻與訴外人在電話中言談親密，因而懷疑妻有外遇，縱先後兩次將妻毆傷，妻亦不得資為請求離婚之理由」；(6)非兩造嗣後已和解：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八十二年家上字第一一四號判決明白指出「嗣後和解，妻並撤回刑事告訴，即難認係夫之虐待行為」。
前述學者見解，認為實務上於慣行毆打之情形，則不重視被害人之受傷程度，以及社會上普遍流傳的「三張驗傷單」的講法，恐怕都仍屬過於「樂觀」的期待。部分法官何止要求「三張驗傷單」？即便五張、七張，這些法官還會接著講「誰知道是不是丈夫打的」、「打得還不夠密集頻繁」、「妻子有還手不能算」、「妻子不聽話導致被打不能算」、「丈夫覺得妻子行為不檢因而生氣打人不能算」、「妻子自己原諒了夫，被打不能算」。本論文此處刻意以白話的語句敘述，以指出在諸多詰屈聱牙的法律語句背後，其實就隱藏著這些可能的偏見。
（三）「偶有毆打」與傷害之程度
判例明白強調「夫妻間偶有勃谿，不得據為離婚原因」（十八年上字第九六○號判例）或「夫妻間偶爾失和毆打他方，致令受有微傷，如按其情形尚難認為不堪同居之虐待者，不得認他方之請求離婚為有正當理由」（二十年上字第二三四一號判例），亦即在偶然毆打之情形，所致傷害程度必須嚴重，否則不足以構成「不堪同居之虐待」。然究竟何種程度之偶然傷害，始能被法院承認為「嚴重」、足以構成「不堪同居之虐待」？本章以下嘗試舉判決實例檢討之。
1. 台灣高等法院八十年家上字第二三四號判決


(1)本案事實






    上訴人（妻）主張：被上訴人（夫）經常辱罵毆打伊，某日並在家中以凳子將其身體六處毆傷，並經刑事法院判處傷害罪刑有案，且耕莘醫院永和分院診斷書記載該次傷害另有頭部外傷，疑為腦震盪；妻被毆後離家，並以「不堪同居之虐待」請求法院判決離婚。被上訴人（夫）抗辯：雙方僅有爭吵，伊並無毆辱拘禁上訴人之行為；另反訴請求命上訴人履行同居義務。台灣高等法院判決駁回妻之上訴，維持原審不准離婚之判決；反訴部分判決夫勝訴，妻須返家履行與夫同居之義務。
    (2)判決理由：「上訴人（妻）主張八十年八月九日上午受被上訴人（夫）毆打成傷之事實，提出驗傷診斷書為憑，參酌證人駱×宜、李×芳之供述，堪認為真實。惟依台北市立中興醫院出具診斷書記載左眼框外側、左側臉頰、左右肘部、左大腿均係瘀血傷，左腰部、右上臂、右膝部均擦傷，並無頭部外傷及腦震盪之情形，核其情節，尚非嚴重，難認構成不堪同居虐待之理由...上訴人請求離婚既不予准許，依法自有與被上訴同居之義務，被上訴人雖有前述毆傷上訴人之行為，但僅因上訴人遷出戶籍互相爭吵對罵而起，惟被上訴人已表示希望上訴人返家團圓，兩造既因相愛而結合，偶爾勃谿，要無動搖婚姻之基礎，是被上訴人反訴請求上訴人與之同居，即非無據，應予准許」。
2. 台灣高等法院八十年家上字第五三號判決：「上訴人（妻）所提敏盛綜合醫院診斷證明書，雖證明上訴人於七十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受有二十餘處之傷痕，且上訴人之右手經當庭勘驗結果，其手掌手指已無法完全張開，手指僅能彎曲一半，右手外傷後畸形，右手尺神經功能及屈指肌腱仍有障礙，復有長庚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稽，是該傷雖非輕微。然既非被上訴人（夫）以凶器或其他利器所傷，而係夫妻間偶有勃谿，於吵架時推來推去，撞到玻璃而受傷，尚難認已受被上訴人不堪同居之虐待」。
3. 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八十三年家上字第四號判決：「上訴人（妻）主張被上訴人（夫）於八十一年十二月八日在南投縣埔里鎮○○路○號住處，毆打伊成傷，強取皮包云云，但依其所提八十一年十二月八日埔里榮民醫院附設民眾診所出具驗傷診斷書記載：頭瘀傷二×二公分、左掌擦傷二×二公分、左眼擦傷瘀傷五×六公分之傷勢，應係被上訴人與之拉扯，上訴人倒地受傷所致，並非被上訴人故意毆打成傷，尚難據此謂被上訴人有虐待上訴人。...上訴人另謂被上訴人於三更半夜將音響聲音放大，不讓伊睡覺，要求伊同意潘女搬進住處同居云云。所舉證人粘○○亦證稱：『經常三更半夜叫媽媽起床，也經常將電視機聲音開很大，害我們不能睡，爸爸希望潘××也進來。』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且當時上訴人已懷疑被上訴人與潘女有不軌行為，兩造於八十年二月十六日達成協議，被上訴人答應要對上訴人更體貼、溫柔，共同維持家庭生活。則被上訴人豈敢在上訴人睡覺時，故意將音響、電視聲音放大，不讓上訴人睡覺，要求上訴人同意潘女搬進住處同住？顯有違常情」。
上述判決中，法院或不願承認妻之若干傷害其程度已屬「嚴重」，甚至明白指出必須達「頭部外傷及腦震盪」之情形，始能承認構成「不堪同居之虐待」（台灣高等法院八十年家上字第二三四號判決）；或法院雖承認妻之傷害非屬輕微，但認為其係「吵架時推來推去，撞到玻璃而受傷」或「拉扯中妻倒地受傷」（台灣高等法院八十年家上字第五三號判決、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八十三年家上字第四號判決），顯然採取甚為嚴苛、對妻十分不利之認定。台灣高等法院八十年家上字第二三四號判決甚至認為：遭夫以凳子毆傷全身六處之妻，在報警並提起告訴使夫受法院判處傷害罪刑有案之後，不但請求離婚不能獲准，而且仍須履行與夫同居之義務，不啻宣布「丈夫毆妻有理，妻子受虐被迫離家有錯」，此等判決究竟置妻方利益之考量於何顧？倘若，妻子真的依判決返家履行同居義務，則其人身安全問題與今後再受虐的可能，任何人都顯而易見，為何唯獨原本應擔負定紛止爭、追求個案正義實現的法官，竟仍能渾然不覺？亦或，其並非渾然未覺，而是根本將「維繫婚姻制度」的考量置於「人格尊嚴」與「人身安全」之上？甚至，法官於判決時根本就含有「家庭暴力沒什麼」、「妻被夫毆應多忍讓」之偏見？又若妻不願依該判決返家履行與夫同居之義務，則夫將可依民法第一○五二條第一項第五款「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請求判決離婚，其結果為：妻是婚姻暴力被害人，受虐被迫離家，刑事上報警或提起告訴、民事上訴請離婚之救濟全部毫無實益，最終還變成妻是判決離婚有過失之一方，反過來必須對施暴之夫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一○五六條）、甚至須給予夫贍養費（民法第一○五七條），而且幾乎不可能取得子女監護人之地位註
。我們的實務見解，究竟是在追求正義，還是在提供婚姻暴力之加害者最大的優惠與鼓勵？吾人在此要提出強烈質疑。
至於前述所引之台灣高等法院八十年家上字第五三號判決、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八十三年家上字第四號判決，本論文認為其皆明顯有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情形（尤其是後者）。事實上，此二判決亦皆遭最高法院廢棄發回註
。
二、夫妻財產制與婚姻暴力
我國現行民法親屬編規定對於男女保護之不平等，久為學者、甚至部分法官所詬病註
。以有關夫妻財產制之規定為例，夫妻間若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原則上即適用法定財產制～所謂聯合財產制（民法第一○○五條）。依民國七十四年修正後之民法親屬編之聯合財產制有關規定，其雖承認夫妻各擁有其原有財產之所有權（民法第一○一七條），但仍規定聯合財產原則上當然歸夫管理（民法第一○一八條），夫對妻之原有財產有使用、收益、管理之權（民法第一○一九條），為管理所必要時，夫可不經妻之同意逕處分妻之原有財產（民法第一○二○條）。此等規定對妻十分不利、明顯有不平等之現象。在本論文之研究中並發現：上述夫妻財產制的規定，對實務上處理婚姻暴力問題的態度，在某些判決上亦有明顯影響。以下舉具體案例討論之。
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一年家上字第二二號判決之案件事實為：(1)上訴人（妻）主張：被上訴人（夫）已七年多未工作負擔家計，並經常逼迫伊交出全部之所得及所得稅單，甚至為逼迫伊交出而拒伊於門外、不准伊回家，且經常以「性事」折磨伊；此外，被上訴人經常打罵伊，侮辱伊為「賤人」「騙子」「下流的貨色」，並辱罵伊之母親「不是人」，伊之妹係「皮條客」，要兩造之小孩罵伊為「騙子」，使伊在身體上及精神上遭受不堪同居之虐待，爰依民法第一○五二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二項請求法院判決離婚。(2)被上訴人（夫）辯稱：伊係在家從事卜卦、風水、行銷、理財項目之「服務者」，並非無負擔家計，上訴人不安於室、離家出走，請求離婚，於事實不符。台灣高等法院判決駁回妻之上訴，維持原審不准離婚之判決，其判決理由如下：「上訴人（妻）自承兩造婚後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依上開規定，兩造既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家庭生活費用，如有夫無支付能力之情形，依法律規定，本應由上訴人負擔，且上訴人在婚姻關係中所得之薪資為聯合財產，應由為夫之被上訴人管理，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將薪資所得及其存款帳冊告知，乃屬合法行為...被上訴人拒上訴人於門外，不准上訴人回家，其方法雖有不妥，被上訴人因上訴人未將全額薪資提供家用，且不提出所得稅單及存款帳而罵上訴人『賤人』，要小孩罵上訴人『騙子』，雖有不當，惟依上開法律規定，尚非毫無理由...上訴人雖負責家庭生活費用之大部分，惟其因未能提出薪資帳冊所得稅單等以提供上訴人管理，有違上述法定夫妻財產制之義務，致時生爭吵，被上訴人據以責罵，於法尚非無據，自難據以認為上訴人係不堪同居之虐待及有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註

本判決明白指出：夫依聯合財產制之規定當然有權要求妻將全額薪資提供家用、並提出所得稅單及存款帳，倘夫因妻未將薪資及稅單等交出，而拒妻於門外、不准妻回家，且辱罵上訴人、並要兩造小孩辱罵上訴人，「於法有據」。依此見解：夫妻未特別約定財產制之情形，妻不但對原有財產喪失支配權，且夫為「管理」妻之原有財產，應「有權」限制妻之人身自由、並得於妻不願交出全額薪資或所得資料時任意污辱責罵。現行夫妻財產制之規定對妻已然不公，此見解不但認為妻喪失對其原有財產之支配權，更進而使妻之人身自由及人格尊嚴不獲保護，使妻在財產上、人身上、人格尊嚴上都淪為夫之附庸之角色，簡直是將妻視為權利之「客體」，吾人完全不能苟同。
最高法院亦有判決指出上述見解之不當。最高法院八十二年台上字第一七五九號判決認為：「夫妻財產制之規定，在期夫妻之平等與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並保障交易之安全，絕無許以此制度，使夫妻之一方控制他方財產權之理由。故在適用聯合財產制之夫妻，縱令聯合財產由夫管理，夫對於妻之原有財產並有使用、收益之權，倘妻不交出其工作所得供夫支配使用，亦無許夫得任意污辱責罵妻之餘地」註
，誠值贊同。
三、別居中之婚姻暴力
民法第一○五二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離婚事由為「不堪同居之虐待」，則此等虐待行為之發生，須否為同居中之行為？已別居後仍發生之虐待行為，是否仍可構成本款事由？
我國現行民法對於裁判離婚之事由，乃是兼採破綻主義與有責主義註
，對於「不堪同居之虐待」之解釋，吾人亦可分別從此二主義論之。首先就破綻主義之觀點言，其考量之重點應在於：該事由是否因此使夫妻「難以維持婚姻」（參見民法第一○五二條第二項）。顯然，同居中之虐待固然可能「難以維持婚姻」，夫妻已別居後、婚姻關係尚存續中之虐待，仍然可能「難以維持婚姻」。因此虐待行為究發生於同居中或別居後，實不應成為本款適用範圍之限制。況且，妻因不堪同居之虐待，因而離家，是為不履行同居義務之正當理由（見十八年上字第二一二九號判例）；妻因受虐離家後，夫竟然仍追而及之，繼續對妻加以虐待，此時若從有責主義之角度觀之，顯然其不利益應由加害之夫負擔，不能由受害被迫離家之妻負擔。然而，實務上卻有甚多判決對民法第一○五二條第一項第三款做極為嚴苛的解釋，認該款僅指「同居中」所發生之虐待，並因此不准離家後被虐之妻之離婚請求。例如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八十二年家上字第六六號判決：「查上訴人（妻）既已自認從八十年十一月離家之後，即住於娘家等情，足見兩造於彼時並未曾共同生活，已有一段時日。是兩造既已未曾再有共同生活之事實，則上訴人尚難以未在共同生活後所發生之傷害、恐嚇各情，而主張受有不堪同居之虐待。...又查本件被上訴人（夫）與上訴人之父母，並未共同生活，是以被上訴人縱有對上訴人之父母，為恐嚇、傷害等行為，亦難認與民法第一○五二條第一項第四款相當」；另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一年家上字第二二號判決亦表示：「因上訴人（妻）已未與被上訴人（夫）同居，自無成立民法第一○五二條第一項第三款不堪同居之虐待之可能」。此等見解，竟使得受虐被迫離家之婦女，因其尋求遠離暴力虐待之努力遭受更大不利，夫反而可於將妻打跑之後對妻更為放肆，其價值判斷失衡，極為明顯，吾人完全無法苟同。上述法院之所以做出此等判決，除了係囿於法條文義之鑽研外，另一個合理的解釋應係其根本忽視受虐婦女的立場、亟欲維繫婚姻制度及夫妻同居形式之主觀心態。
最高法院亦有判決指出上述見解之不當。最高法院八十三年台上字第五七四號判決指出：「虐待無須為同居中之行為，不妨為別居中之事件。原審僅以兩造未再有同居共同生活之事實，而未探究被上訴人（夫）前開恐嚇與傷害之行為是否已達不堪同居之程度，遽予認定被上訴人之前開恐嚇與傷害之行為不構成不堪同居虐待，而為上訴人（妻）不利之判決，自欠允洽」註
，實值贊同。
四、對婚姻暴力行為之宥恕及和解
婚姻暴力行為發生後，妻與夫之間達成和解～例如夫出具悔過書、或雙方訂定協議，妻則表示宥恕或撤回刑事告訴，這在實務上十分常見。我們如果參照本章第二節第一項關於婚姻暴力加害者「虐待循環」(abuse cycle)的理論，就可以知道：施暴者（夫）通常會在「暴力行為」發生後的「溫情親密階段」中表示悔悟、請求原諒，被害者（妻）因此回到其懷抱、重感和諧甜蜜；但隨著時間的經過，彼此衝突漸增，又可能再進入「緊張期」，三階段的循環再度展開。因此吾人在此所關心的是：司法實務對於此等「虐待循環」的模式是否有認識？法院對於妻在溫情親密階段中的宥恕或和解採取什麼樣的態度？質言之，倘若法院將妻於溫情親密階段中所宥恕之婚姻暴力行為視為不存在、一概不列入「不堪同居之虐待」的考量中，對妻而言可能是相當不利與不公平的；夫之「悔過書」、「和解協議」不但不應成為免除其虐待之責之依據，反而應該作為證明其確曾有虐待行為的有力證據。吾人之所以如此認為，一方面固係基於婚姻暴力虐待循環之模式，另一方面亦有其成文法上之依據，蓋民法第一○五三條、第一○五四條對於「不堪同居之虐待」此一離婚事由並無任何有關「事後宥恕不得請求」或「除斥期間」之規定，基於法律條文「明示其一者，排除其他」之解釋，其應屬立法者有意省略。
然而，實務上對此仍有許多判決採取對妻甚為不利之解釋。例如台灣高等法院八十年家上字第二一號判決明白表示：「上訴人（妻）雖主張被上訴人（夫）因家務細故，出手將伊毆打成傷，惟事後上訴人已宥恕被上訴人，和好如初，並於××年×月×日生次子洪○○，上訴人自不得再據以請求離婚。又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另於××年×月×日及同月×日對伊毆打，提出診斷證明書二份為證...縱有其事，然兩造於××年×月×日生次子洪○○，基於前述同一理由，上訴人亦不得再據以請求離婚」；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八十二年家上字第一一四號判決：「上訴人（妻）主張於××年×月×日及××年×月×日遭被上訴人（夫）毆傷之事實，為被上訴人所自承，並有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二年度偵字第×××號、第×××號不起訴處分書可按，亦堪信為真實。然此二次傷害...嗣後已和解，並撤回刑事告訴，均難認係被上訴人之虐待」；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八十三年家上字第四號判決：「上訴人另謂被上訴人於三更半夜將音響聲音放大，不讓伊睡覺，要求伊同意潘女搬進住處同居云云。所舉證人粘○○亦證稱：『經常三更半夜叫媽媽起床，也經常將電視機聲音開很大，害我們不能睡，爸爸希望潘××也進來。』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且...上訴人於知道被上訴人與潘女有交往，既經協調已達成協議，接受協調條件，且於協議之後，行魚水之歡，兩造之婚姻關係在此客觀情形，亦非不可維持」。上述判決顯然以「宥恕和解」、甚至「嗣後生子」、「行魚水之歡」做為不將夫之虐待行為列入「不堪同居之虐待」之考量之理由。吾人實不能苟同。註

五、二十三年上字第四五五四號判例與大法官釋字第        三七二號解釋
實務上經常以妻之被毆乃「事出有因」，逕認為夫毆辱妻之行為不能構成「不堪同居之虐待」。例如台灣高雄地方法院七十九年婚字第一○七號判決：「被告（夫）在與原告（妻）共同生活期間，雖兩次毆打原告，但一次於××年×月，一次於××年×月×日，兩次已非密集，且第二次係因原告未沖泡牛奶與小孩喝，事出有因，被告並非無故毆打」註
；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二年家上字第一一四號判決：「因上訴人（妻）僱工拆除房屋隔間，引起爭執，始遭被上訴人（夫）毆傷，尚難謂係受有不堪同居之虐待」；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八十一年家上字第七號判決：「此次爭吵，係因被上訴人（夫）邀上訴人（妻）同赴溪頭遊玩被拒，一時氣憤毆打上訴人，且上訴人所受傷害亦屬輕微，核與慣行毆打致不堪同居虐待之情形有間」；新竹地方法院七十九年婚字第一二七號判決：「依兩造均為國中畢業，原告（妻）為家庭主婦，且結婚僅數月而已，尚在調適階段，渠等因事爭執，致被告有適當之毆打行為，尚不能認為係不堪同居虐待之行為」。此等見解，僅以夫之虐待行為「事出有因」、根本不問該原因妻是否有責，即肯認夫之毆打行為不能構成「不堪同居之虐待」，甚至認為夫僅因妻之拒絕或意見不同，便當然得為「適當之毆打」，其偏頗不公的程度，簡直視妻如夫之奴僕，置妻之人格尊嚴、自由與人身安全於不顧，令人驚駭！
上述判決皆係於最近五、六年內所做成，但其思想歧視妻的程度，甚至遠比現行民法公佈施行前的舊律例還要嚴重。按舊律例基於妻以夫為天的思想，夫對妻尚有所謂「夫權」，即妻有過咎，夫得教令並懲戒之。民國十九年制定民法親屬編時，基於兩性平等，夫權不復存在。但上述判決甚至認為妻無須有過咎，僅因與夫有爭執、或意見不合、或兩人在所謂調適階段，夫即得加以毆打而當然不構成「不堪同居之虐待」。吾人除了瞠目結舌之外，對承審法官此等赤裸裸的偏見與歧視心態，實感悲哀莫名。
事實上，吾人深信：即使夫毆妻之原因妻屬有責，仍然不能因此使夫之毆打行為當然不構成「不堪同居之虐待」。蓋縱使夫妻之一方行為不檢，即便嚴重至通姦或重婚，他方僅能依民法第一○○一條但書以正當理由拒絕同居，或依民法第一○五二條訴請離婚，但仍不得因他方有過咎而逕予辱罵、施暴或拘禁之虐待，以為懲戒或報復。
對於夫因妻有過咎而毆打妻之暴力行為，實務上之判例及判決有極為明確之見解，最高法院二十三年上字第四五五四號判例指出：「夫妻之一方受他方不堪同居之虐待，固得請求離婚，惟因一方之行為不檢而他方一時忿激，致有過當之行為，不得即謂為不堪同居之虐待」。此判例中雖係採「不得即謂」之用語，文義上似仍有緩和餘地，但實務判決引用此號判例，皆逕將「不得即謂」解釋成「不得謂」。例如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二年家上字第一一四號判決：「按夫妻之一方行為不檢，而他方一時忿激，致有過當行為，不得謂為不堪同居之虐待」；台灣高等法院七十九年家上字第一七四號判決：「按夫妻之一方受他方不堪同居之虐待者，固得請求離婚；惟因一方之行為不檢，而他方一時忿激，致有過當行為，不得即謂不堪同居之虐待（最高法院二十三年上字第四五五四號判例、六十九年台上字第三一六八號判決參照），上訴人（夫）因被上訴人（妻）之婚外情，一時忿激，縱有過當行為註
，揆之上開判例意旨，尚不得謂有不堪同居之虐待」。司法院研究報告亦係將「不得即謂」逕解釋成「不得謂」註
。此種見解使夫得逕以妻行為不檢為由加以毆打辱罵，無論情節如何，皆當然不會構成「不堪同居之虐待」，等於恢復舊律例中夫對於妻有教令權及懲戒權之想法，極為不當。
針對最高法院二十三年上字第四五五四號判例，大法官於民國八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做成做成釋字第三七二號解釋，其全文如下：
 解釋文
維護人格尊嚴與確保人身安全，為我國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基本理念。增進夫妻情感之和諧，防止家庭暴力之發生，以保護婚姻制度，亦為社會大眾所期待。民法第一○五二條第一項第三款所謂「不堪同居之虐待」，應就具體事件，衡量夫妻之一方受他方虐待所受侵害之嚴重性，斟酌當事人之教育程度、社會地位及其他情事，是否已危及婚姻關係之維繫為斷。若受他方虐待已逾越夫妻通常所能忍受之程度而有侵害人格尊嚴與人身安全者，即不得謂非受不堪同居之虐待。最高法院二十三年上字第四五五四號判例謂：「夫妻之一方受他方不堪同居之虐待，固得請求離婚，惟因一方之行為不檢而他方一時忿激，致有過當之行為，不得即謂不堪同居之虐待」，針對過當之行為逾越維繫婚姻關係之存續所能忍受之範圍部分，並未排除上述原則之適用，與憲法尚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人格尊嚴之維護與人身自由之確保，乃世界人權宣言所揭示，並為我國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基本理念。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第五項規定：「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即在宣示上述理念。此一憲法意旨，於婚姻關係及家庭生活，亦有其適用，業經本院釋字第三六五號解釋釋示在案。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因而夫妻應互相尊重以增進情感之和諧，防止家庭暴力之發生，不僅為維繫婚姻所必要，亦為社會大眾所期待。民法第一○五二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夫妻之一方受他方不堪同居之虐待者，得向法院請求離婚，旨在維持夫妻任何一方之人格尊嚴與人身安全。若一方受他方不堪同居之虐待，夫妻繼續共同生活之目的，已無可期待，自應許其訴請離婚。所謂「不堪同居之虐待」應就具體事件，衡量夫妻之一方受他方虐待所受侵害之嚴重性，斟酌當事人之教育程度、社會地位及其他情事，是否已危及婚姻關係之維繫為斷。若受他方虐待已逾越夫妻通常所能忍受之程度而有侵害人格尊嚴與人身安全者，即不得謂非受不堪同居之虐待。
最高法院二十三年上字第四五五四號判例謂：「夫妻之一方受他方不堪同居之虐待，固得請求離婚，惟因一方之行為不檢而他方一時忿激，致有過當之行為，不得即謂為不堪同居之虐待」，係說明「因一方之行為不檢而他方一時忿激，致有過當之行為」，非當然構成「不堪同居之虐待」之要件。所指「過當之行為」經斟酌當事人之教育程度、社會地位及其他情事，尚未危及婚姻關係之維繫者，即不得以此認為受他方不堪同居之虐待而訴請離婚。惟此判例並非承認他方有懲戒行為不檢之一方之權利，若一方受他方虐待已逾越夫妻通常所能忍受之程度而有侵害人格尊嚴與人身安全之情形，仍不得謂非受不堪同居之虐待。最高法院二十三年上字第四五五四號判例意旨，對於過當之行為逾越維繫婚姻關係之存續所能忍受之範圍部分，並未排除民法第一○五二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適用，與憲法之規定尚無牴觸。
大法官本號解釋仍然肯認二十三年上字第四五五四號判例之合憲性。但請注意：本號解釋係以「最高法院二十三年上字第四五五四號判例謂：『夫妻之一方受他方不堪同居之虐待，固得請求離婚，惟因一方之行為不檢而他方一時忿激，致有過當之行為，不得即謂為不堪同居之虐待』，係說明『因一方之行為不檢而他方一時忿激，致有過當之行為』，非當然構成『不堪同居之虐待』之要件」為認定該判例合憲之理由，亦即其係將該判例中之「不得即謂」解釋為「非當然構成」，而「非當然構成」即表示「有可能構成」，此所以本號解釋認為：該判例並非謂過當之行為已逾越維繫婚姻關係之存續所能忍受之範圍時仍不屬於「不堪同居之虐待」。誠然，單從邏輯結構及文義上來看，大法官本號解釋應屬無誤。然而，前文已經論及：實務上根本係將「不得即謂」逕解釋為「不得謂」，使夫因妻有過咎而毆打妻之暴力行為，一概不能成立「不堪同居之虐待」。大法官之解釋理由與實務上對此判例之運用完全不同；今釋字第三七二號解釋肯認此判例之合憲性，若實務仍繼續沿用「不得即謂」即係「不得謂」之解釋，則因所謂「行為不檢」而遭逾越婚姻關係之存續所能忍受之範圍外之過當行為之妻（或夫），應如何救濟？
吾人認為：實務上將該判例之「不得即謂」逕解釋為「不得謂」，而未針對具體案例事實審酌是否有「不堪同居之虐待」之情形、根本不記載得其心證之理由，實已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但實務上最高法院向來未對下級法院之此種違法情形加以糾正註
。在大法官做成釋字第三七二號解釋，明白指出「不得即謂」應僅能為「非當然構成」之意後，最高法院實宜變更其見解。
進一步言，吾人仍認為婚姻暴力行為不能因當事人之教育程度、社會地位而異其「野蠻」之本質。基於人性尊嚴之不可侵犯，任何人皆無忍受暴力行為之義務，吾人不能為了維繫婚姻存續，而當然承認「能忍受」、「不過當」之婚姻暴力。尤其，「行為不檢」、「一時忿激」實係高度不確定之用語，依前文所曾引述之法院判解，甚至認為只要妻與夫意見不同、有爭執，夫對妻之毆打行為即屬「事出有因」、不能構成「不堪同居之虐待」。在此等現實環境下，大法官釋字第三七二號解釋仍然對二十三年上字第四五五四號判例予以肯認，是否可能間接助長婚姻暴力行為、更加延緩實務變更不合理見解之態度？誠值深思。
六、最高法院近年來見解之趨向
從本論文以上所整理之實務見解，吾人應可發現：司法實務上確有價值判斷失衡、對受虐婦女保護不足甚至對妻加以歧視、為維繫婚姻存續罔顧人性尊嚴及人身安全...等嚴重問題。所幸，最高法院近年來已有若干值得肯定的判決，糾正下級法院前述不當之部分見解。此等判決雖尚未選為判例，且實務上似仍以保守見解佔優勢，但本論文以下仍將之整理列出，供受虐婦女或司法實務工作者參考引用。其中關於「別居中之婚姻暴力」問題、「夫妻財產制與婚姻暴力」問題，前文曾分別引述最高法院八十三年台上字第五七四號判決、八十二年台上字第一七五九號判決，皆值參考，此處不再重複摘錄。
（一）傾向「破綻主義」之見解
1. 最高法院八十二年台上字第一七號判決：「婚姻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倘其一方予他方以身體上或精神上不可忍受之痛苦，致無從繼續保持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生婚姻之破綻，即屬不堪同居之虐待，得為離婚之原因」註

2. 最高法院八十四年台上字第一三○七號判決：「婚姻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夫妻應以誠摯相愛為基礎，相互尊重、忍讓與諒解，共同建立和諧美滿幸福之家庭。倘其一方予他方以身體上或精神上不可忍受之痛苦，致無從繼續保持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生婚姻之破綻，即屬不堪同居之虐待。」註

（二）強調「人性尊嚴」與「兩性平等」
1. 最高法院八十二年台上字二四○四號判決：「按夫妻之結合，應立於兩相平等地位，相互維持人性之尊嚴，互諒互信，以維護家庭之和諧。上訴人竟因細故，掌摑被上訴人，並強命於其父母前下跪，難謂無損被上訴人之尊嚴並立於兩相平等之地位。事後被上訴人已隨之返家，竟再持剪刀強剪被上訴人頭髮，令無法出門工作，並致被上訴人臉部割傷，全身多處挫傷，其不尊重人性尊嚴，無視被上訴人感受、痛苦，堪認已達不堪同居之虐待。」註

2. 最高法院八十三年台上字第二○○○五號判決：「按夫妻結合，乃以互信、互諒、互愛為基礎，應立於兩相平等地位，維持其人格之尊嚴。夫妻一方毆打對方，是否使其身體上或精神上受有不可忍受之痛苦，致不能繼續同居，應斟酌當事人之身分、地位、教育程度及其他情事定之。」註

3. 另可參考最高法院六十九年台上字第六六九號判例：「夫妻結合，應立於兩相平等之地位，維持其人性之尊嚴。本件兩造為夫妻，被上訴人強命上訴人下跪，頭頂盆鍋，難謂無損於人性尊嚴，倘上訴人因此感受精神上重大痛苦，尚不能謂其未受被上訴人不堪同居之虐待。」
（三）關於「傷害程度」與「傷害次數」
1. 最高法院八十一年台上字第一○○四號判決：「夫妻共同生活，原以誠摯的相愛為基礎；此基礎若未動搖，偶而勃谿動手毆打，故難謂為虐待；若已動搖，終日冷漠相對，縱未動手毆打，亦難謂非虐待。故一方主張受有他方不堪同居之虐待，必須就雙方共同生活之全盤情況而為觀察，以斷定其有無，自不能以毆打次數不多或傷害輕微，即謂非不堪同居之虐待。」註

2. 最高法院八十一年台上字第四七六號判決：「民法第一○五二條第三款所謂不堪同居之虐待，係指予以身體上或精神上不可忍受之痛苦，致不堪繼續同居者而言。至於身體上不可忍受之痛苦，致不堪繼續同居之者，不以夫妻之一方遭受他方毆打致傷及筋骨為限。夫妻之一方若動輒以暴力加諸他方，致他方受有不可忍受之痛苦，縱使他方所受傷害為腫痛、瘀血、擦傷等輕傷，亦非不得訴請離婚。」註

3. 最高法院八十四年台上字第一三九九號判決：「夫妻之一方受他方不堪同居之虐待者，得向法院請求離婚，民法第一Ｏ五二條第一項第三款定有明文。夫妻共同生活係以誠摯相處為基礎，此基礎若未動搖，偶而勃谿動手毆打，自難謂為虐待；若已動搖，縱未動手，亦難謂非虐待，故一方主張受他方不堪同居之虐待時，必須就雙方共同生活之全盤情況而觀察，以斷定其虐待事實之有無，不得僅以毆打次數判斷其是否達於不堪同居虐待之程度。」註

4. 最高法院八十四年台上字第三九四號判決：「所謂不堪同居之虐待，只須夫妻之一方對於他方，予以身體上或精神上不可忍受之痛苦，而不堪繼續同居者，即為相當，不須受連續虐待多次或須受毆重傷時，始得請求離婚。又夫妻相處貴在能相互尊重，上訴人動輒以藤條侍候，其對被上訴人不尊重，應認已達不堪同居之虐待，被上訴人訴請與上訴人離婚，自應准許。」註

5. 另可參見最高法院七十年台上字第一一二三號判決：「夫妻間不堪同居之虐待，包括身體上及精神上不堪同居之虐待。究竟有無此種虐待，須從夫妻之一方對待他方，是否處於誠摯基礎而為觀察。此誠摯基礎若未動搖，則偶有勃谿，故難謂為不堪同居之虐待，若已動搖，則不能以毆打次數不多之故，即謂非不堪同居之虐待。」註

第五項 受虐婦女殺夫可能發生之責任能力與違法           性問題
長期遭受丈夫毆打虐待的婦女, 若反過來殺傷配偶, 往往引起社會大眾的矚目。而此等婚姻暴力下之被害婦女, 其殺傷配偶之責任能力(如精神狀態)與違法性(如可否構成正當防衛問題), 也常有許多爭議。例如美國Lorena閹夫案, 被告因「一時精神錯亂」(temporarily insane)被判無罪註
; 臺灣的鄧如雯殺夫案、洪麗鄉殺夫案, 被告因「精神耗弱」而獲高等法院減刑註
。國內目前尚欠缺針對此種受虐婦女之實務研究, 就其殺傷配偶可能發生之責任能力與違法性等問題, 亦欠缺理論上之探討。本章以下將嘗試提出討論。
一、「受虐婦女徵候群」: 美國司法實務上的專家證         詞
美國大多數州的法院, 如今都已准許以心理學家或精神科醫師所提出的「受虐婦女徵候群」(the battered woman syndrome)做為專家證詞(expert testimony)註
。所謂「受虐婦女徵候群」是指：受虐婦女由於長期被毆受虐, 因暴力虐待所造成的心理上影響與人格上的改變, 這些影響與改變包括: 焦慮、失憶、情感麻木或容易激動、認知扭曲、心身症, 以及包括前述的「創傷情結」與「習得的無助感」在內等各種心理反應註
。「受虐婦女徵候群」的專家證詞一般包括兩部分。首先, 作證的專家會說明什麼是「受虐婦女徵候群」, 其中通常會解釋Walker所提出之三階段「虐待循環」, 並指出：(1)隨著循環的一再重覆, 身體與心理虐待的程度會愈來愈嚴重; (2)婚姻暴力對受虐婦女的心理上影響：習得的無助感、憂鬱、無能處理自己事務、對於丈夫可能改好的錯誤期待；專家通常會再說明：以上這些心理上影響, 與經濟的、社會的因素(如缺乏經濟能力、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社會或家人要求不應離開丈夫的壓力、警察與司法部門之反應不足、欠缺供受虐婦女與其小孩居住的安全庇護處所)組合起來, 將使受虐婦女在主觀上、客觀上都無能離開毆打她的丈夫。接著, 專家會作證說該被告(殺夫之受虐婦女)經其診斷確實有「受虐婦女徵候群」的情形; 在某些案件中, 作證專家並會進一步說明被告的狀況是如何影響她在殺害丈夫時的知覺、認知與行為註
。
美國紐澤西州最高法院於State v. Kelly(1984)一案的判決書中指出:「受虐婦女徵候群」的專家證詞在司法實務上具備兩項重要性。第一, 檢驗受虐婦女所言之可信度, 幫助陪審團了解受虐婦女為何在明知會遭受丈夫傷害虐待的情況下, 仍然無能與不敢藉由離去來避免傷害; 第二, 檢驗被告當時確信其丈夫將會危及其生命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 此一確信之合理性(reasonableness)～該合理性在被告主張自衛(self-defense)時是必要的條件註
。專家證詞能表明被告之經驗是否係一般受虐婦女之共同經驗，此對於被告是否合理地相信自己處於致命之急迫危險此一問題極具重要性，其能幫助陪審團認定是否一個理性人(a reasonable person)會相信被告係處於急迫之致命危險中。紐澤西州最高法院的此項見解等於承認受虐婦女之經驗與認知具有客觀之合理性，因此賦予受虐婦女的經驗一種群體的「公眾」性質，而不僅是一種個別的「私人」主觀產物。亦即藉由專家證詞說明受虐婦女此一群體所具有的共通特性，並證明該殺夫之受虐婦女屬於其中一員，因此可認為其行為從其個人及該群體一員之觀點來看均具有合理性註
。
二、責任能力問題
關於殺害丈夫之受虐婦女其責任能力的問題, 主要是關於其精神狀態, 亦即須判斷其精神狀態是否因長期受虐而致不健全, 影響其刑事責任能力。以下分別就美國及臺灣之情形加以討論。
（一）美國之現況
美國各州所採取之因精神異常而免除刑事責任之標準, 主要有二。根據馬克諾頓法則(M'Naughten rule): 「犯人因精神的疾病而喪失理智, 致不能認識其行為之本性與特質, 或雖能認識行為之本性與特質, 但不能辨別行為之是非者, 視為精神異常(insane)而免除刑事責任」; 若根據模範刑法典(Model Penal Code): 「任何人於實施犯罪行為之際, 因精神疾病或缺陷致無法識別行為之犯罪性(criminality), 或欠缺使自己行為合乎法律要求之實質能力者, 對其行為不負責任」註
。
事實上, 美國殺夫的受虐婦女中, 幾乎很少人會去主張自己係精神異常而得免責的, 其理由為: 一、大部分殺夫之受虐婦女在殺害其配偶時, 都能意識到自己正在做什麼, 並且也知道殺夫在道德上及法律上是被非難的; 二、主張精神異常之免責的成功率原本就不高; 三、主張精神異常即使獲陪審團承認而得以免責, 但其結果卻往往必須送往州立精神病院, 而且期限不確定, 甚至有可能比服刑還長。故大部分被告都是主張因「自衛」而殺夫註
。
（二）台灣之現況及檢討
關於精神異常者之刑事責任能力, 我國刑法第十九條規定: 「心神喪失人之行為, 不罰」「精神耗弱人之行為, 得減輕其刑」。又根據最高法院二十六年渝上字第二三七號判例: 「刑法上之心神喪失與精神耗弱, 應依行為時精神障礙程度之強弱而定。如行為時之精神對外界事務全然缺乏知覺、理會、判斷作用而無自由決定意思之能力者, 為心神喪失; 如此項能力並非完全喪失, 僅較普通人之平均程度顯然減退者, 則為精神耗弱」。近六十年來，此判例始終為我國司法實務適用刑法第十九條的最主要依據。然而，吾人若從心理學或精神醫學的角度觀之，此判例之見解有兩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以下分別探討之。
首先，人類的意識活動包括(1)感覺(sensation)與知覺(perception)；(2)認知(cognition)與判斷(judgment)；(3)意思決定(decision-making)；(4)行為(behavior) 等不同的階段與過程註
。但是在上述判例中，僅提及前三階段與過程，卻忽略了第四部分。從心理學或精神醫學的角度觀之，人類在意思決定形成之後，未必即有依此決意而行為的能力，亦即會有缺乏行為控制能力的情形。而所謂的責任能力(Schuldfahigkeit)乃指：行為人能夠判斷不法，並且能夠依此判斷而作為或不作為之能力註
。因此，在行為人不具備依其意思決定而行為之能力之情形下，由於其不具期待可能性、仍屬不可非難，故亦不應受到刑法處罰。以精神病患為例: 受妄想或幻覺控制之精神病人, 或如強迫性精神官能症(obsessive-compulsive neurosis)之患者, 其雖有是非觀念、能判斷自己所為係違法, 但無法控制自己的行為註
。此等情形，依前開判例卻仍不能免其罪責，如此解釋已違反罪責理論及刑法第十九條之立法原意，對行為人實屬過苛。我們若參考外國立法例, 例如德國刑法第二十條：「行為人於行為之際，因病理的精神障礙、深度的意識障礙、心智薄弱或其他嚴重的精神異常，以致不能識別其行為之違法，或不能依此識別而行為者，其行為無責任」，第二十一條：「行為人於行為之際，由於第二十條所列各原因，致其識別行為違法或依其識別而為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依第四十九條第一項減輕其刑」；而日本刑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心神喪失者之行為不罰。心神耗弱者之行為，減輕其刑」，與我國刑法相似，但其大審院判例謂「心神喪失係指因精神的障礙而無辨別事物之是非善惡之能力，或依此辨別而行動之能力之狀態。心神耗弱係指精神之障礙雖未達欠缺上述能力之程度，但其能力顯著減退之狀態」註
。我國司法實務上之見解與外國立法例相較，根本完全忽略行為控制能力的問題，顯然有所缺失。實務上有甚多案例，精神醫師鑑定行為人乃「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症狀為幻聽及妄想為主，內容多為被迫害、被脅迫及命令等；案發時，其受制於明顯之精神病症狀，故判斷案發當時，其精神狀態已達於心神喪失之程度」，或鑑定認為「診斷符合『妄想狀態』或『妄想症』，而犯案係受妄想之直接影響下為之，故犯案當時之精神狀態，已達『心神喪失』之程度」，但法院卻仍然不承認行為人已符合心神喪失之條件註
。吾人在此必須指出：上述情形中可能不是精神醫師不懂得法律上責任能力之標準，而是實務見解自己欠缺精神病理學之認識且違反罪責理論。前開判例見解，實應儘速變更。
其次，前開判例將心神喪失解釋為「對外界事務全然缺乏知覺、理會、判斷作用而無自由決定意思之能力」，此一界定方式明顯欠缺對於變態心理學或精神醫學上之認識。事實上即使是極為嚴重之精神病患，亦不可能「全然」對外界事物缺乏知覺、理會、判斷等作用。精神病患雖然情緒紊亂、脫離現實、動作怪異，但並非完全無法與外界事物互動，其感官知覺亦根本未喪失功用。若依前開判例見解～講句誇張一點的話～除了「植物人」之外，世上能符合其心神喪失標準之人幾希矣！又外國立法例對於責任能力之判斷，都是以行為人對自己行為之辨識能力為準，例如以「不能識別其行為之違法」、「無辨別事物之是非善惡之能力」為心神喪失，此種判準乃符合罪責理論之當然解釋。但我國前開判例見解，卻泛稱「...對外界事務全然缺乏知覺、理會、判斷作用...」，其意義含混不明、範圍極廣。事實上，依罪責之本質，與行為人判斷合法與不法之能力、控制行為之能力無關之其他能力或事務，根本就不應該列入判斷行為人是否具備責任能力的考量中。實務上有甚多案例，法院對於精神醫師鑑定被告係心神喪失一再質疑：「其對於殺害被害人之原因、過程以及行兇後處理屍體經過，均能理解、記憶，對外界事務並未全然缺乏知覺、理會及判斷作用，是否能構成心神喪失，尤有可疑」註
。對實務上此等見解，本論文認為：考量罪責能力的重點是在考量行為人於行為時，是否具有判斷合法不法、並依此判斷而行為之能力；然而行為人對於行為之原因、過程及善後處理能有所理解、記憶，並不因此便能代表其於行為時具有判斷不法及控制行為之能力。請注意：對於行為本身的理解、記憶，與辨別是非（判斷不法）、控制行為的能力在人類的意識活動上是兩回事；而對於與行為本身無關的外界事務的理解、記憶、判斷，又根本不該列入罪責能力的考量中。更令人感覺奇怪的是：實務判決甚至一再以行為人對於「行為後」（如處理屍體、尚知逃逸）的理解、記憶做為認定行為人責任能力的依據註
，完全違反罪責能力的判斷應僅以行為人「行為時」之精神狀況為準的基本原理。吾人實在難以理解。
雖然依刑事訴訟法第一六三條、二○三條之規定, 被告或其辯護人於案件審理中, 得請求將被告送醫鑑定其心神；而且最高法院四十七年台上字第一二五三號判例謂：「精神是否耗弱，乃屬醫學上精神病科之專門學問，非有專門精神病醫學研究之人，予以診察鑑定，不足以資斷定」。但實務上常有法官拒絕送醫鑑定而逕行認定者, 其中不乏可議之判決, 例如僅因「被告所竊之物均未經變賣, 違於常理」而斷定其為精神障礙註
；或認「上訴人案發後尚知逃逸，偵審中對答如流，無鑑定之必要」註
。再如轟動一時之鄧如雯殺夫案, 台灣板橋地方法院之一審法官便駁回被告辯護人之聲請, 逕自認定「被告對行兇過程仍有明確記憶，且其於行兇後尚能將林某（死者）扶正躺平，以棉被妥為覆蓋，將自己雙手洗淨後，再通知葛林××（死者之妹）上情...顯見其於行兇前後之意識均屬正常, 自不足認其已達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程度」註
; 姑不論審理鄧案之法官對於婚姻暴力心理學及婚姻暴力對受虐婦女的影響能有多少了解, 即使僅從刑法法理論之, 此判決理由亦有嚴重瑕疵：行為人是否有精神障礙而致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 應以「行為當時」之精神狀態為斷註
, 該案法官竟以被告「行兇前後」意識正常逕自認定其不得免責或減刑，實有疑問。同案經被告上訴後，台灣高等法院將鄧如雯送請三軍總醫院精神醫學部心理衡鑑會診精神狀態後，做成八十三年上訴字第一九七○號判決認為：鄧如雯在案發當時之精神狀態顯然處於短暫而似失智性之低度和偏差化行為，其時精神功能亦必處於某種情緒解離性或障礙性情境之狀態，雖其後尚能清晰陳述案發前後之大部分事宜，並欲自裁同死，亦概無可否定案發時之似病態精神狀態，確已符合最高法院二十六年渝上字第二三七號及四十八年台上字第一四八六號判例所稱之「精神耗弱」標準；惟依上述心理衡鑑會診結果及鑑定醫師江漢光之補充說明函件一份觀之，鄧如雯於案發時，辨別是非和外界事物之能力並無障礙，僅為無法依其辨別而控制自己之行為，依前開判例標準，是不足認其已達心神喪失程度註
。根據上述理由，台灣高等法院遂以八十三年上訴字第一九七○號刑事判決將原判決撤銷，另依刑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減輕被告之刑。雖然，依照本論文見解及外國立法例，被告能辨別是非、但無法依該辨別控制自己行為之情形，仍應構成心神喪失、免其刑事責任，因此吾人對台灣高等法院前開判決結論仍不能完全同意；不過，台灣高等法院前開判決至少明白指出：被告於事後能夠理解、記憶案發前後之事項，並不能用以決定其於行為時之精神狀態，且此判決亦尊重專業鑑定、沒有恣意拒絕鑑定請求而逕自認定被告之精神狀態，因此，其仍有值得肯定之處。在前開二十六年渝上字第二三七號判例尚未變更之前，而正當防衛之要件短期內仍難鬆動（後詳）的情形下，這或許是目前「體制內」得以為受虐婦女殺夫進行辯護的少數有效方向。
行為時無法判斷行為是非善惡、或無法控制自己行為之被告，其於法律及倫理上實屬不可非難，其所需要的是治療或保安處分，而非施予刑罰加以處罰。我國沿用近六十年的實務見解，根本欠缺精神病理學的認識、嚴重違反罪責原理，二十六年渝上字第二三七號判例實應儘速變更。承審婚姻暴力相關案件之法官, 實宜尊重專業鑑定, 注意婚姻暴力之模式與特性, 嘗試了解長期處於被虐狀態之婦女之特殊心理反應。目前法院及各檢察機關均欠缺支付鑑定費用之經費註
，所以通常作法是要求家屬自行負擔，但目前這類被告的家屬經常是經濟上的弱者。實務上未編列鑑定費用之預算之作法，實已損害被告人權, 宜儘快加以編列。
三、違法性問題
關於受虐婦女其殺夫行為之違法性, 主要討論的是其是否構成美國法上之自衛(self-defense)殺人, 或我國法上之「正當防衛」(刑法第二十三條)之阻卻違法事由。而本論文所要討論的, 並非直接明顯符合自衛或正當防衛要件之案件, 如於丈夫欲殺害妻子時妻反將其擊斃; 而是要討論較有爭議, 諸如受虐婦女乘其配偶不注意或睡眠時加以殺害的案件(如鄧如雯案), 其是否可能構成正當防衛之問題。
（一）美國之現況：受虐婦女殺夫得否構成「自衛」                                               (self-defense)之爭議
美國法上之「自衛」, 其概念與我國法上之正當防衛有些類似, 即「行為人基於合理之相信(reasonable belief), 認為他人正以緊急的(imminent)生命或嚴重傷害之危害迫近時, 有權使用避免此等危害發生所必要(necessary)之致命武力」註
。前文已經提及: 美國實務上關於受虐婦女殺夫之案件, 大部分均採取此種辯護。關於受虐婦女於配偶施暴「後」, 或乘配偶不注意、睡眠時加以殺害之案件, 其是否構成自衛殺人而屬合法, 爭議甚多, 學說及實務上都尚未有一致的見解。主要的爭點有三：(1)在該情況下, 是否足認為有緊急的(imminent)危害迫近? (2)將配偶殺害, 是否為當時避免危害所必要的(necessary)？ (3)受虐婦女殺夫時，對於上述二者之認識或相信是否合理的(reasonable)？註

1.傳統見解: 否定說
對於上述兩問題, 傳統上學說及實務是採否定說的見解。受虐婦女殺害其配偶時, 其配偶既未施暴、或已施暴結束, 甚至處於睡眠狀態，自無緊急的危害迫近可言，更不可能有殺害配偶的必要。至於合理性方面，美國學說及實務上有客觀與主觀兩種標準：所謂客觀標準是指從一假想之理性人之觀點(the perspective of the hypothetical reasonable man)看來，具有合理性；而所謂主觀標準是指從個人之自我觀點(the individual's own perspective)看來，具有合理性。傳統見解認為：若依客觀標準，一般理性人不可能會合理地相信施暴已結束、且在睡眠中根本無從開始施暴的配偶，會對於自己的生命或身體造成急迫危害、有必要將配偶殺害；又即使採取主觀標準，承認受虐婦女因長期受虐, 以致有「受虐婦女徵候群」之現象, 其正確認知反應之能力嚴重減退, 故有可能在主觀上對其處於迫切緊急的生命危險產生合理的相信(reasonable belief), 然而, 這仍不能說明她的殺夫行為是必要的(necessary), 因為一般情形下婚姻暴力之加害者乃是以拳腳施暴, 並非以致命的武器相向, 也沒有殺害妻子的意圖, 這一點從加害者以往之施暴行為的結果亦可看出其並不足以致命; 加害者的施暴行為雖屬不法, 但將其殺害恐怕並非避免危害所「必要」的自衛行為。註

2.肯定說
持肯定說者雖屬較少數, 但美國目前已有若干法院依此說做成有利於受虐婦女之判決註
。此說認為: 傳統見解對於「緊急」之危害之定義, 在婚姻暴力之情形應加以修正; 對受虐婦女而言, 即使其配偶這一次的施暴毆打已經結束或其配偶已入睡, 然而其危害仍屬於繼續, 並非真正「結束」，因為婚姻暴力是一個長期的模式、一個連續的過程, 而且是發生於同住於一個家中的夫妻之間, 受害者基於社會、法律、空間、情感上的關係與加害者緊密結合、難以脫身, 這些都與一般暴力加害行為的性質大不相同; 婚姻暴力不能把其每一次毆打單純地割裂開來視為個別的暴力行為, 根據研究：婚姻暴力一旦發生第一次, 絕大部分都是重覆再發生, 形成一種長期持續的模式註
。此外, 研究也指出: 長期受虐之婦女已能預測其丈夫何時將會對其施暴, 例如睡醒後、酒醒後, 因此對於受虐婦女而言, 危害在當時確已清楚迫近、具體明顯註
。
再者, 就殺害其配偶之行為是否「必要」而言, 傳統見解對於「自衛」的解釋顯係基於男性的想法註
。無論是從小的教育或社會上的價值觀, 向來都不鼓勵、甚至禁止女性學習或從事武打鬥毆, 使女性並不具備與男性鬥毆的技能與體力, 受虐婦女欲避免自己性命身體危險, 除了趁體型體力皆遠遠凌駕她的配偶不注意時將其擊倒，又有什麼方法足以「自衛」呢? 傳統見解認為受虐婦女以殺害行為對付通常僅以拳腳施暴的配偶，已逾越「必要」，那難道是希望受虐婦女必須要在丈夫正在施暴時、也以拳腳與施暴丈夫來一場「公平的決鬥」嗎？註

    至於傳統見解認為：從毆妻者以往的施暴行為, 應可知道其並無殺害妻子的意圖, 且其施暴行為並不足以危害生命, 僅是造成身體的傷害而已, 因此妻子將其殺害並非「必要」, 這種說法更是受到肯定說強烈的抨擊。第一、傳統見解竟使受虐婦女以往被毆的記錄成為對受虐婦女不利的證據, 受虐婦女以往被毆打愈久、愈多次、愈沒被打死, 反而更證明了她愈不得主張對丈夫自衛殺人? 一個從未被丈夫毆打的婦女, 反而因主觀客觀上皆無從知道丈夫是否真的會把她打死, 而較容易主張其有合理的相信、有必要自衛殺人? 這個矛盾正顯示傳統法律概念的機械解釋對受虐婦女造成的不公平註
。第二、有部分學者以恐怖主義(terrorism)說明婚姻暴力的本質: 施暴丈夫正如同恐怖份子一般, 以暴力威脅人質的生命身體安全, 以求(長期)控制人質之人身自由、甚或心理意念。如果我們認為警察將僅僅威脅要殺害人質而尚未著手實施的暴徒殺害以解救人質是合法的, 或者認為人質趁暴徒不注意或睡著時將暴徒擊斃以求脫逃可以是合法的; 那為什麼長期遭受丈夫虐待, 身體、心靈同受禁錮的婦女將施暴丈夫殺害, 就不能考慮其合法性註
？第三、從丈夫以往的施暴結果未將妻子打死, 並不能推論妻子在此次或下次受虐中沒有生命的危險; 事實上若根據研究的結果, 可推出完全相反的結論。誠如本章第三節第一項所述, 研究發現：隨著三階段「虐待循環」的重覆進行, 丈夫施暴的嚴重程度會愈來愈高, 愈來愈有生命的危險; 大多數殺夫的受虐婦女也的確認為其配偶就會或終會殺死她或她的家人、小孩註
。
關於受虐婦女對於前述「緊急危險」及「必要」之相信之「合理性」問題，其所謂客觀標準招致許多批評，因為所謂一般理性人的講法根本忽略社會現實的複雜性與不同群體的特殊經驗。一般人根本無法僅憑常識去理解、想像長期受虐婦女其可能的遭遇與心理反應。更何況一般理性人之標準可能隱含文化道德價值觀念上對婦女殺夫的非難，甚至對於所謂「客觀」的認定大部分係基於以男性世界為主的經驗。這也就是為什麼前文所述的「受虐婦女徵候群」(battered woman syndrome)的專家證詞(expert testimony)，會被肯定說認為十分重要。因為藉由此專家證詞，可幫助陪審團了解受虐婦女為何在明知會遭受丈夫傷害虐待的情況下, 仍然無能與不敢藉由離去來避免傷害; 並驗證被告當時確信其丈夫將會危及其生命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 此一確信之合理性。專家證詞能表明被告之經驗是否係一般受虐婦女之共同經驗，此對於被告是否合理地相信自己處於致命之急迫危險此一問題極具重要性，在即使採取客觀標準的情況下，其能幫助陪審團藉由理解受虐婦女的特殊遭遇、更充分地認定是否一個理性人(a reasonable person)會相信被告係處於急迫之致命危險中。法院若承認「受虐婦女徵候群」之專家證詞，等於相當程度上承認受虐婦女之經驗與認知具有客觀之合理性，因此賦予受虐婦女的經驗一種群體的「公眾」性質，而不僅是一種個別的「私人」主觀產物。亦即藉由專家證詞說明受虐婦女此一群體所具有的共通特性，並證明該殺夫之受虐婦女屬於其中一員，因此可認為其行為從其個人及該群體一員之觀點來看均具有合理性。
在暸解肯定說的見解時, 須注意前文所述的「創傷情結」與「習得的無助感」等受虐婦女的心理反應對其認知與行為的能力的影響, 否則恐無法對肯定說得到適當的理解。此外, 美國法律心理學者Ewing在1987年亦提出其最新的學說: 「心理自衛論」(psychological self-defense), 認為受虐婦女不僅是為其肉體的生命、身體而自衛, 更是為了避免自己的人格、心理會因丈夫的長期虐待而致分裂、毀滅；而人格、心靈法益的重要性並不比肉體的生命來得低。傳統上對於自衛問題的思考僅限於肉體自衛(physical self-defense)的層次，在類似婚姻暴力的情形對受虐婦女的保護會有所不足，故受虐婦女自衛殺人之合法性應從此一角度重新思考註
。根據法律心理學者的研究，若對陪審團給予應思考及心理自衛問題的提示，對其判決行為確會產生顯著影響註
，值得進一步注意。
（二）臺灣之現況及檢討
1. 「正當防衛」與「『現在』不法之侵害」
我國刑法第二十三條前段規定：「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不罰」，學說及實務上稱之為正當防衛，並以之為阻卻違法事由。通說咸認正當防衛乃係刑法規範所允許之一種權利行為，亦即在無法獲得公權力及時保護之急迫情形下，基於人類自衛之本能，使用私力從事必要之防衛，以排除現在正在進行之不法侵害或攻擊註
。而對於所謂的「『現在』之侵害」，學說及實務一致認為：必須侵害或攻擊業已開始且正在繼續進行中，亦即必須侵害已著手而未完成，始能構成正當防衛註
。在此見解之下，學說或實務對於受虐婦女趁夫睡眠中或不注意時加以殺害的案例，幾乎不做任何討論便當然認為其不可能成立正當防衛。例如前述鄧如雯殺夫案、洪麗鄉殺夫案, 地方法院及高等法院皆不認為被告之情形可構成「正當防衛」之阻卻違法事由，理由為：「刑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正當防衛之行為不罰，須以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為條件，被告自承其係趁其夫熟睡之際行兇，核與正當防衛之構成要件尚有未符」註
。
前文已就美國學說與實務上，對於受虐婦女殺夫是否能構成「自衛」(self-defense)而屬合法的爭議，加以詳細介紹。簡言之，美國司法上已開始針對傳統之「自衛」概念在婚姻暴力此一特殊情形上的適用，進行廣泛的檢討；蓋傳統之「自衛」概念似有忽略受虐婦女之特殊經驗與處境，甚至因為性別偏見而導致對受虐婦女不利之結論之情形。相對於此，鄧如雯案雖然喧騰一時，但我國學說及實務上對「正當防衛」概念的類似檢討，卻仍有如鳳毛麟角。或許國內法律人是因為法條中「現在」二字如此清楚明確、幾乎無法多做衍申，便根本不願再針對正當防衛的建制原理，以及現行通說於具體案例之適用上可能出現的盲點及所可能造成的不合理結果，多做思考。
本論文認為：通說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中之「現在」，一律嚴格解釋成必須侵害「已經開始，且正在繼續進行中」，而不再就具體個案之情形進行考量，恐怕是有很大問題的。首先就「侵害」之意義而言，刑法上規定正當防衛此一阻卻違法事由之目的，很明顯地是希望讓防衛者可以避免於侵害者之不法侵害、保護自己的利益，因此實害必須尚未發生、或尚未發生完畢，才有正當防衛之可言，行使防衛行為也才有可能達成正當防衛的目的；同理，從正當防衛之立法目的來看，對於「現在」之考量，考量的重點應該在於：侵害者的危害是否已經迫近緊急，防衛者倘再不行使防衛行為，即無法避免實害發生、保護自己利益？法律既然肯認正當防衛是一種權利行為，亦即防衛者並沒有忍受不法侵害者之侵害之義務，因此正當防衛的立法原意顯然並沒有要求防衛者必須先忍受部分實害後，才得行使防衛行為，因為正當防衛的立法目的是要去避免實害的發生、保護防衛者有權不受不法侵害。因此，正當防衛概念中所謂的「現在」侵害，指的應該是侵害者的侵害行為已經到達防衛者最後的有效時間點；亦即當超過此一最後時間點，防衛者將無法達到防衛之目的，或者必須付出忍受部分實害的代價時，此一時間點即可謂「現在」。德國學說上有所謂的「有效理論」(Effizienzloeung)，意即在此註
。在侵害行為已經開始，但是尚未造成任何實害，且防衛者仍能夠有效行使防衛行為以避免實害發生的情形下，此一時間點固然有可能是在侵害行為著手之時、甚至著手後；但是，當侵害行為一旦開始，防衛者便無法再有效行使防衛行為以避免實害發生、或必須先忍受部分實害的情形下，此一時間點就必須是在侵害行為著手之前。若不如此解釋，就會變成法律竟科予無辜之防衛者一個無論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容忍不法侵害者先出手的義務，而且即使不法侵害者先出手之後，無辜之防衛者就已經沒有辦法再有效保護自己或他人利益，法律還是要求你一定必須容忍、但對於實害後果法律概不負責。此種解釋，不但沒有優先保護無辜之防衛者，而且也沒有讓防衛者與不法侵害者在交手時立於武器平等之地位，甚至於～它是在優先保護不法之侵害者。
要之，本論文認為：在即將錯過最後、或最可靠的防衛機會的那一個時間點上，我們就可以說侵害行為已經迫近緊急，防衛者可以行使防衛行為。若把上述見解落實到具體案例上，並與傳統見解做一比較，吾人便可發現此一理論提出之實益、以及傳統見解的盲點。在不法侵害者與防衛者雙方體力、武器大致相當（例如兩人在體型、年齡上相仿，且皆赤手空拳）的情形，傳統見解固然認為：「現在」之侵害必須是侵害行為已經著手開始（例如侵害者已經出拳）；而即便在本論文所採之有效理論之觀點下，此情形亦有可能承認：在侵害行為未著手開始前，尚未到達有效防衛的最後時間點。但是，如果是在不法侵害者與防衛者雙方體力、武器相差懸殊，防衛者處於極端弱勢的情形下（例如「持刀打算殺害小孩的歹徒」與「小孩」），此時若依傳統見解：「現在」的侵害仍然必須是侵害行為已經開始（例如歹徒已將刀舉起開始向小孩的頭部砍下）；但是若依有效理論之觀點：防衛者在最後得以有效防衛之時間點上，就可以行使防衛行為（例如在歹徒已表示殺意之後趁其不注意便先攻擊其要害）。請注意：傳統見解並沒有把防衛者與不法侵害者雙方體力、武器相差懸殊，防衛者處於極端弱勢的情形完整納入考量；此等情形法律若仍然要求防衛者必須等到侵害行為已經開始、才能實施防衛行為，則該居於絕對弱勢之一方根本已無防衛餘地或防衛實益。以下我們便以鄧如雯案為例，看看這種防衛者處於極端弱勢的情形。
2. 「鄧如雯殺夫案」之案件事實註

鄧如雯與林阿棋係夫妻。林阿棋於十多年前曾強姦鄧如雯之母多次。嗣鄧如雯就讀國中三年級時，遭林阿棋強姦多次，因之受孕育有長子林○○，又因畏怖而與林阿棋同居。林阿棋於同居期間經常毆打鄧如雯，鄧如雯遂逃回其父鄧×中（以下簡稱鄧父）家中，林阿棋為威逼鄧如雯回來繼續同居，將未滿一歲之林○○甩在九人座之廂型車車頂上，猛開車後再急煞車，鄰居詹×如趁其停車時立刻將林○○抱下交予鄧如雯之三妹鄧×瑤，再由鄧如雯攜子離家至廟宇躲避。林阿棋又至鄧父家中砸毀屋內物品，將鄧父吊起來毒打，經報警後，友人出面調解，鄧如雯為免家人繼續受害而允與林阿棋結婚。林阿棋婚後仍經常酒後毆打其妻與其子，鄧如雯離家多次，林阿棋至鄧父家中毀損物品，並將屋外二瓦斯桶安全栓打開，其中一桶置於門縫朝屋內放出瓦斯，另一桶自樓上往樓下投擲，經其友人勸回方才罷手，旋鄧如雯被林阿棋尋獲。七十九年八月間，林阿棋因經商失利心情欠佳，將其甫滿月之次子林××倒提雙腳，頭部置於洗衣機水槽內之水流漩渦中，鄧如雯上前阻止卻遭毆打，母子被拘禁半個月之久。嗣林阿棋因參加社運被提報流氓交付管訓處分二年，歸來後仍不斷酒後虐待鄧如雯。八十二年三月間，林阿棋毆打次子林××致其頭皮撕裂傷三處，右手撕裂傷一處，鄧如雯憤而離家出走。林阿棋揚言：要殺害鄧如雯娘家全家、以硫酸潑灑其妹鄧×華、鄧×瑤並予強姦後賣至妓女戶，且常打電話要求鄧×華、鄧×瑤代姐職供其姦淫。同年五月間，林阿棋欲強暴鄧×華、鄧×瑤未果，揚言將活埋其弟並以硫酸毀容。同年九月間，林阿棋又至鄧父宅內砸毀全部玻璃，並攜汽油欲放火並活埋鄧如雯之弟，鄧如雯聞訊不得已返家，旋被林阿棋毆打並加以拘禁。同年十月二十七日下午，鄧如雯接獲鄧×華之電話得知其妹二人均遭林阿棋騷擾及強暴未果，心中頓覺激憤。當日下午六時許，林阿棋酒後返家又對鄧如雯冷嘲熱諷，並恫稱要殺害伊與娘家家人，且動手毆打鄧如雯，二人劇烈爭吵後，林阿棋於七時許進入臥室睡覺。鄧如雯取鐵鎚及水果刀各一把，於當日下午九時許趁林阿棋熟睡之際，先持鐵鎚猛擊林阿棋頭部，再持水果刀猛刺其頭部、左肩、背部、左下肢等處，致林阿棋頭部受傷九處，左肩、背部受傷九處，左下肢後大、小腿部受傷六處，並因左胸部受傷大量出血，當場死亡。鄧如雯遂將林阿棋扶正蓋被，洗去雙手血跡，以電話告知林阿棋之妹葛林×珠並央求代為報警自首，林阿棋之兄林×鈍通知救護人員到場後，鄧如雯再次對其表示自首之意，經消防隊員向警局報案後，鄧如雯接受審判。
鄧如雯之辯護律師提出之辯護理由中包括（僅列出本段研究範圍內部分）：(1)鄧如雯及其家人屢遭林阿棋凌虐與迫害，依刑法第二十三條屬正當防衛不罰；(2)鄧如雯之犯罪動機堪可憫恕，有刑法第五十九條減刑規定之適用。台灣板橋地方法院八十二年重訴字第四三號判決認為：(1)「刑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正當防衛之行為不罰，須以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為條件，被告自承其係趁其夫熟睡之際行兇，核與正當防衛之構成要件尚有未符」；(2)「被告實施殺人行為之手段極為殘酷, 與其自其夫所受毆辱情節難互為論提, 亦難認為其犯罪情節有刑法第五十九條所定可憫恕事情, 是不得據以減輕其刑」註
。
3. 檢討
前述「鄧如雯案」之判決，其採用傳統上對於「現在」嚴格解釋的見解，其結果就正顯示出這個盲點。法院在做前述裁判時, 並未考量婚姻暴力犯罪之特殊性；就長期受虐婦女可能之特有心理反應，及其居於極端弱勢的特殊處境，亦未進行必要之調查與暸解。承審法官強調自己是「本平常心, 就法論法」註
, 但所謂「本平常心」不應該是將婚姻暴力犯罪與其他暴力犯罪等同視之; 而「就法論法」也不能忽略對事實面的婚姻暴力心理學、被害者學、精神病理學的暸解, 只做純粹規範面法律概念的演繹。法院認為：被告行兇係在施暴之夫熟睡之際，故不符合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加以防衛之要件；但是法院曾否思及：若非趁施暴之夫熟睡之時，而必須等到夫再度動手毆打妻之際，妻有什麼機會或體能與夫進行「決鬥」～更遑論傳統見解等於是以法律要求妻一定要容忍夫先出手，根本連決鬥的遊戲規則都不公平；而且，實務見解認為：夫毆打妻時，妻若還手，便為兩造互毆，妻不得再以「不堪同居之虐待」為由訴請離婚註
。法院又指出：「鄧如雯及家人受林阿棋凌虐固然屬實，不過被告並非不可訴諸正當法律途徑解決」註
；但鄧如雯及其家人多年前便曾報警，報警的結果卻是移送調解，要鄧女嫁與林阿棋註
；鄧女害怕再度被毆，於是被迫逃家，但林阿棋卻以虐待親生子及虐待鄧女家人逼其返回；請注意：此時鄧女就算以「不堪同居之虐待」訴請離婚，法院不但通常不會准許，甚至還經常會應夫之反訴，判決要求鄧女履行同居義務註
；而且實務上甚至有認為：妻離家後，別居中夫對妻的虐待或對妻直系親屬之虐待，妻一律不能適用民法第一○五二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事由訴請離婚註
；就算妻百般幸運，法院居然判決准許與夫離婚，但實務上認為：在夫有婚姻暴力行為的情形下，子女之監護人仍然優先由夫擔任註
。現行成文法上的規定對受虐婦女已然不利，而我們實務見解不但沒有發揮調和補充成文法的功能，甚至更形保守、對受虐婦女造成更大的傷害。在臺灣，目前政府部門或法律上對於婚姻暴力受虐婦女的保護嚴重不足，在臺北市以外的多數縣市幾乎沒有任何可援助受虐婦女的機構註
，警察機關幾乎完全沒有處理婚姻暴力事件的認識與建制註
；根據官方及民間的實證調查：受虐婦女幾乎沒有或根本不知道正式社會系統的求助管道, 即使前去求助的也大多認為「沒有幫助」註
。臺灣目前雖然尚無針對殺夫之受虐婦女之同類研究, 但根據美國學者Browne & Williams的研究顯示：各州法律與社會資源對於受虐婦女的可得性，和該州婦女殺害丈夫的比例在統計上呈負相關，亦即某州對於受虐婦女之法律與社會資源愈不可得，則該州婦女殺害丈夫之比例愈高註
。受虐婦女之所以認為殺夫是保護自己及家人所「必要」、「迫不得已」、絕望之中的「唯一辦法」註
, 除了本章前述之各種婚姻暴力心理學中之個人心理反應外, 不能忽略此等社會結構、制度因素的考慮。法院不能僅以一句空言認定：「被告尚可訴諸其他正當法律途徑解決」。試問法官是否確曾考量：鄧女曾求助於管區派出所卻無效、鄧女欠缺可得或可得而知之其他有效求助管道、現行民法親屬編規定及實務見解對婦女極度不利等事實面之因素？倘若鄧女確曾嘗試求助於正當法律途徑卻無效, 而社會上又別無任何她可得或可得而知的正式支持管道, 在長年被毆受虐、連其父母、妹妹及孩子都同受凌辱的情況下，求助無門、陷於絕望，以致認為唯有殺夫才能保護自己及家人, 此種情形就算不能夠成立正當防衛, 但至少也可以符合刑法第五十九條「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 得酌量減輕其刑」之規定; 吾人認為：承審鄧案之一、二審法院對之採取否定的見解實屬太過保守, 對於事實之調查亦難稱完備, 仍過偏重於傳統法律概念演繹的思考方式，本論文不能苟同註
。
第五節 小結與建議
婚姻暴力問題近年來受到社會的高度矚目。本論文試圖從心理學、被害者學及法律學整合的角度, 進一步討論國內外有關婚姻暴力加害者與被害者之學說與實務研究。研究發現: 婚姻暴力犯罪具有與一般暴力犯罪十分不同之特性與模式。婚姻暴力於情感及空間上皆極為親密之配偶關係間發生, 而且通常一旦發生就會重覆出現、形成一種長期持續的模式, 使被害者出現「創傷情結」、「習得的無助感」等特殊的心理反應, 影響其認知及行為之能力; 再加上社會、文化、法律制度等結構性的因素, 使被害者更不易脫離與加害者之關係, 此點與一般偶發於陌生人間之暴力犯罪並不相同。社會一般及相關專業人員基於傳統對婦女角色之刻板印象, 且對前述特殊性欠缺暸解, 常形成有如「責怪被害者」之態度, 進一步對被害者產生被害者學上所稱之「第二次被害者化」、甚至「第三次被害者化」之情形。
為求對於台灣司法實務上處理婚姻暴力問題之態度有所了解，本章亦以本論文研究範圍內之七所各級法院民／刑事裁判書彙編資料為對象，研究台灣受虐婦女以「不堪同居之虐待」為由訴請離婚時之司法實務見解。研究發現：國內司法實務於處理婚姻暴力問題之態度上，會以當事人之社會地位、教育程度為判準做差別待遇，似有違平等原則；實務對於「不堪同居之虐待」的認定極為嚴苛，甚至有要求必須達「腦震盪」、「重傷」之程度者，使受虐婦女欲以此事由訴請離婚極為不易；許多判決竟仍有類似舊律例「夫權」之觀念，認為夫因妻之意見不同、爭執或行為不檢，當然可對妻加以毆打而不會構成「不堪同居之虐待」。上述見解，明顯違反人性尊嚴之保護與平等原則，實應儘速改正。
此外，本章亦針對婚姻暴力受虐婦女殺害其配偶之案件做進一步之探討, 並研究此等婦女在刑法上可能引起爭議之責任能力與違法性問題。在介紹美國法律學說與實務界處理此等問題之理論與現況後, 本論文以鄧如雯案之判決為例, 檢討國內實務對於此等問題之見解。本論文發現: 國內實務界仍欠缺對於婚姻暴力之本質、歷程與影響之認識, 以致仍以法律本位主義和處理一般暴力案件之態度處理關於婚姻暴力之案件。法院於裁判時忽略考量社會結構、制度面上受虐婦女欠缺求助管道之事實, 亦忽略受虐婦女在體力上、經濟上、法律上之現實弱勢地位, 以致認為受虐婦女並無殺害其配偶之「必要」、不得阻卻違法或阻卻責任。另一方面，現行實務對於精神障礙者責任能力之認定，有甚多根本違反罪責原理之見解；而且，對於「正當防衛」之要件「『現在』不法之侵害」的解釋，顯然忽略防衛者處於絕對劣勢的情形，不能反應受虐婦女之特殊處境與經驗註
。凡此，本論文皆提出檢討與建議。
基於婚姻暴力犯罪與一般暴力犯罪不同之特殊性質, 以及婚姻暴力對於被害婦女及家人之特殊影響, 吾人認為: 參考外國立法例制定防治家庭暴力之特別法，或許有其學理依據與必要性註
。倘政府部門及法律上對婚姻暴力被害者之保障不盡快補全，司法實務上的偏見與保守態度不儘速變更，則許多婦女繼續被毆受虐、部分受虐婦女於求助無門的情況下殺害其配偶的悲劇，仍會不斷發生。期待能有更多有心人士投入相關研究、推動相關變革、加入被害者支持服務，為家庭暴力問題提供更為徹底之防治途徑。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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